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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序言 

 

与其他国家一样，近年来私人补习的规模在中国也迅速扩张。

在竞争性的教育大环境中，中国家庭愿意投资私人补习来给孩子提

供学习上的帮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私人补习行业还会进一步

发展壮大。 

私人补习现象不仅影响家庭支出结构，同时也会给教育发展带

来深远影响。部分私人补习服务由专门的补习机构提供，这些机构

规模大小不一；有一些私人补习来自于正规学校的老师，他们在课

外时间给学生提供补习服务；还有一些大学生和其他群体以非正式

的形式提供私人补习服务。私人补习有很多积极的意义，可以帮助

学生提高学习成绩，也给孩子们提供了校外学习活动的机会，此 

外，还给补习老师和补习行业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

另一方面，私人补习的质量还参差不齐，它的效果也难以保证。因

此，很有必要对私人补习行业加以进一步的规范。是否允许正规学

校的老师在课外时间提供补习服务也是争论颇多的一个话题，且尚

无定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视为基本人权和促进社会及经济发

展的工具，同样也关注私人补习行业的这些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以更广泛的视角看待整个教育过程，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它关

注什么样的孩子得到了什么类型的教育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

可家长为孩子购买额外教育服务来补充学校教育的权利，不管这种

额外教育服务是由公共还是私人提供的。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也关注社会不公平，注意到贫困家庭由于经济实力不足而无法

享有那些中产家庭或富裕家庭享有的教育机会，或无法享有他们所

享有的高质量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有幸于2012年出版了马克.贝磊

教授的著作《直面影子教育系统：课外辅导与政府抉择》。那本著

作证明了比较研究的价值，说明政府和其他主体可以超越国界互相

借鉴学习。同样，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很乐意共同出版贝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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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这本新著作，它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关于私人补习的比较研 

究。这本著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香港大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比较教育首席教授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的又一成果，见证了学者、

决策者和从业者之间协同合作的价值。 

 

阿比曼纽.辛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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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培训联盟序言 
 
《规范私人补习促进公众利益》是马克·贝磊（Mark Bray）教

授在私人补习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的背景下，对亚洲地区情况深入

研究的结晶。私人补习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

及公立学校系统的运营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竞

争性的教育环境，私人补习行业正在进一步发展壮大。教育培训机

构经营规模从小型到中型乃至大型不等，培训方式从特许经营到老

师兼职，再到正式从业者乃至互联网补习等等种类繁多，但总体教

育质量良莠不齐。如何才能对孩子的学习和个人能力产生真正的附

加价值，教育培训行业需要更多更完善的法律监管。 
本书从整体公众利益的角度、社会的不平等性和私人补习对常

规教学的冲击去探讨法律监管的必要性。作者呼吁政府关注私人教

育的质量和影响，希望各类社会团体相互合作，进一步制定有效的

政策。篇章明确了合理政策法规能够对公众利益产生持续积极的影

响，对培训机构也是有利无害的。本书虽以“制定规章”为题，但其

内容亦包含其他形式的指引或自愿行动，寄望于所有的教育参与者

共同面对问题，鼓励私人补习行业通过自律的方式响应政府的号召；

或者由业界自发监管，亦或受教育培训职业协会的管理。 
本书作者马克.贝磊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把比

较研究成果作为完善法规和行为守则的宝贵资源。其2012年出版的

著作《直面影子教育系统：课外辅导与政府抉择》证明了比较研究

的价值，说明政府和其他主体可以超越国界的互相借鉴学习。在这

本新的著作中，贝磊教授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关于私人补习的比较

研究，是又一卓有成效的成果，见证了政府、补习提供者、学校、

教师联盟和其他团体的合作之价值。 
作为中国教育培训行业数以万计中的一员，我有幸参与由   

马克.贝磊教授组织的关于亚洲初习行业的论坛，而作为由中国民

间的教育培训者自发成立的交流平台----中国教育培训联盟作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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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准备过程中政策论坛的合作方，更是幸运之至，我本人从中汲取

大量宝贵经验。 
因此，我把此书郑重地推荐给教育行业的参与者，愿中国教育

培训行业能在2015年中国政府对培训业的处理政策中借鉴一些好的

做法（实际上，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拟增加“明确对民办学校

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条文，就是一个极大

的改变），充分发挥私人补习的积极方面；通过研读本作品能判定

未来需要的发展方向，让中国教育培训成为他人可以学习的榜样。  
 

牛新哲 

中国教育培训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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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私人补习随着正规学校的发展呈现出全球范围内的扩

张。补习这一现象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 
 在香港，一个 2011/12 年度的调查表明 53.8%的九年级学

生及 71.8%的 12 年级学生正在接受私人补习。 
 在印度，一个 2012 年的调查表明西孟加拉农村地区 73%

的 6-14 周岁的学生正在接受私人补习。 
 在哈萨克斯坦，一个 2005/06 年度调查发现 59.9%的大学

生在中学教育的最后一年接受过私人补习。 
 在大韩民国，据估计在 2010 年会有 86.8%的小学生接受

私人补习。初中生补习的比例为 72.2%，而高中生的比例

则为 52.8%。 
 在越南， 2006 年的一份调查数据表明 32%的小学生接受

私人补习，而在初中及高中阶段，对应的比例分别是

46%和 63%。 
私人补习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公立学 

校系统的运营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可喜的现象，

但在很多方面仍然问题丛生。总体而言，这个行业缺乏法律监管。 
本书主要关注以讲授学术科目收取费用的补习类型。补习的形

式包括一对一和大班教学。某些补习服务由大学生等非正式从业者

提供，而其他补习服务则是由学校老师或专业机构提供的。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对整个补习行业进行了描述，阐述了相关法

律规范的监管对象。接下来将会探讨法律监管的必要性。从整体公

众利益的角度去考虑，答案在于保障消费者及其他利益主体以实现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教育是个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同时也可

能成为一种是维持或加大社会不平等的手段。再者，无论对个人、

家庭还是社会整体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教育模式都是有利的投资。

政府有责任关注教育的质量和影响，这不但包括公立教育系统及需

涉及私人领域。尽管一些私立补习机构希望尽量回避政府的监控，



摘要 xv 

然而一个设置合理的监管架构在长远来说对这部分机构也是有利无

害的。私立补习机构教育质量的口碑很容易遭破坏，相关的负面报

道会对整个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针对私人补习行业中各类型角色提出何种不

同政策法规加以规范。本书主要聚焦专业的补习机构和提供课外补

习的老师。对于专业机构而言，政府的首要要求就是注册，随后再

关注教育和商业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对第二个类别而言，主要的问

题在于究竟是否该允许教师向自己的学生、所在学校的其他学生或

其他学校的学生提供课外补习。比较研究表明在这些问题上法律规

定有所差异，既有其合理性也有潜在的缺陷。 
一旦政策法规得以制定，就必须落实到执行上。这一点的实现需

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鉴于国家机器的顺利运作需要广泛的支持，

建议政府与学校、教师联盟和社区团体结成合作伙伴关系。私人补

习从业者也可也选择进行自我监管，或者受职业协会的管理。另 
外，政府可以对消费者进行引导教育，令他们可以在知情的情况下

作出明智的选择并对补习从业者产生影响。 
最后一章主要探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领的关于让所有人平

等享受高质量教育的议程。低收入家庭无法负担私人补习的费用，

即便是中等收入家庭也难以支付高质量的补习费用。因此，公平问

题是解释为何需要政府监督甚至干预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而另一

原因则在于目前的补习倾向于只强调教育其中一个维度，即学会认

知，而非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私人补习在许多国家仍有继续扩张的趋势。本书想要传达的主

旨是：这个行业需要更多更完善的法律监管，政府必须在调控干预

的规模和性质上取得平衡。过于严格的监管会消耗大量的政府资源

且压制了创造力。因而政府需要充分考虑总体目标及施行政策法规

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可以从比较分析中获得参考。这本

书主要探讨的是亚洲地区的情况，所以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都可以

吸取其中的经验。同时，本书对于其他地区也有指导作用。在私人

补习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的背景下，本书呈现的案例和经验均可应

用于亚洲及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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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本书关注在亚洲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的一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

在世界范围内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种现象有多种名称，英语通常

称作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私人补习）。在孟加拉国、印

度、巴基斯坦，它也被叫做 private tuition 或者 coaching。谈到其相

应的机构，日本有塾 （juku），韩国有补习学院（hagwon），而台

湾则是补习班。本书将主要关注收费的课外文化学科课程补习。这

些补习可能是以一对一、小班、大班或者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存在。

补习课程的提供者包括专业机构（公司）、以课外补习为兼职的教

师、大学生以及其他通过补习赚取外快的人。 

一类私人补习被广泛叫做影子教育，这种补习的教学内容紧跟

常规学校的教学内容。这一比喻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马来西亚    

（Marimuthu et al. 1991）、新加坡（George 1992）、日本（Stevenson 
& Baker 1992）的相关研究。本书其中一位作者于 1999 年发表的专

著（Bray 1999）使其在国际上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本书强调某些

私人补习对主流教育的效仿，并列出以下几点用影子作为比喻的原

因（p.17）: 

 

第一，私人补习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主流教育的存在；第二，

随着主流教育系统规模以及形态发生变化，私人补习也发生

变  化；第三，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公众更多关注主流教

育，而不是它的影子（私人补习）；第四，影子系统的特征远

没有主流系统特征那么明显。 

 

而另一类私人补习是对学校日常教学以外的补充，将此类补习

界定为影子教育则没那么合适。这类补习部分是针对学校所涉及的

课程，但又比学校的课程更为深入。其他的一些补习主要针对常规

教育没有教授的科目，比如外语和各种形式的宗教教育。更广泛的

范畴包括艺术、音乐和体育，这些内容可能在常规教育中存在，但

并不是核心课程的一部分；最后一类范畴包括学习技巧、领导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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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及相关课程。在这些类别中，本书主要关注针对常规学校所教授

的文化课的补习，包括作为影子教育的部分和学校所提供的延展教

学。 

1999年关于影子教育的专著出版之时，即使在一些补习盛行的

国家，关注私人补习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都屈指可数。随后，人

们对私人补习的意义的关注大幅提高。伴随着对着些话题关注度的

提高，政策相关文件（e.g. Japan 2008; Askew et al. 2010; Mauritius 
2011; UNESCO 2012, 2014a）及研究文献（e.g. Buchmann 2002; 
Dawson 2009; Lee et al. 2009; Aslam & Atherton 2012; Bregvadze 
2012）都有所增加。尽管如此，私人补习这个话题仍没有得到充分

的关注，它的规模、形态以及影响需要被更深入的调查。 

私人补习的某些方面对于其受众和他们的家庭都有好处，在更

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亦有助益。补习可以帮助能力较弱的学习者追赶

上他们的同学，同时可以让能力较强的学习者更上一层楼。它可根

据个人或者小组的需求度身定做课程，也可以对常规教育里没有涉

及的话题或技能进行深入的阐述。对于低龄组学生而言，还可以同

时扮演托管的角色，因此尤其对于那些父母双方都有全职工作的家

庭来说，起到了一个支持的作用。私人补习也为补习导师提供了收

入。有些补习导师是以非正式形式兼职的学生或老师，另一些则是

补习机构的专职雇员。 

然而，私人补习的另一些方面可能会存在问题。学生及其家庭

可能会由于常规教育之外课程而产生压力，有些补习对于家庭预算

来说是笔不菲的开销。更广泛的来说，补习对于教育系统会产生负

面冲击。提供补习的在校教师可能倾向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补习班

上，因此忽略了常规的教学责任。补习导师的教学法往往与学校的

教学唱反调；作为市场策略的一部分，有些补习机构故意发布信息

夸大他们的优势，从而损坏公众对常规学校的信任。私人补习也会

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因为比起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家庭，收入相对

较高的城市家庭会有更有利的机会。 

这些现象凸显了政府在这个领域的失察，他们未能做到发扬补

习的积极方面，以及降低其负面影响。这不仅需要监察，还需要各

种的法规管制。但是，不同国家在政策和实施上都显示出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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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有的政府忽视私人补习，因为他们将其它议程放在了优先地

位或不知道应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其它的政府推出了法规条例，但

是往往在设计法规时考虑不周，并且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没有足

够的认识。因此，在全球范围来说，对于私人补习的相关法规尚需

被制定或修订。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样的法规才算合适？这个问题当然只能由

政府当局来回答。但比较分析却可以帮助理解在不同情境下之有效

的措施、不值一试以及值得尝试的途径。本书强调了一些经验并提

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核心信息就是政府需要对相关法规给予更多

的关注，关注他们作为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和促进者的角色。额外信

息是更好的法规可帮助补习提供者和消费者。补习提供者在一个更

确定的环境下可以更有信心，更有依据的经营，而消费者也会相应

地获得信心，以及对补习提供者给予更多信任。这种进步将有助于

合作共生的关系，这些关系将会更和谐有效地为公众利益服务。 

 

政策分析及专家对话 

 
本书的部分内容是源自于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及

亚洲发展银行（ADB）的合作，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

育规划研究所（IIEP）在传播关于影子教育的分析过程中扮演了领

导角色。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出版了Bray 1999年聚焦全球的那本书

，以及随后2003年和2009年的书；原版英文书被翻译成为了多国语

言1。亚洲发展银行亦扮演了其他领导角色，它出版了由 Bray 和 

Lykins（2012）2 所著的一本聚焦研究某区域的书。 

准备此书过程中的主要里程碑是两个由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CERC）和香港大学组织的两次政策论坛。第一次是在2013年4月

                                                 
1 1999 年的书已被翻译成阿塞拜疆语、中文、法尔西语、法语和日语。

2003年的书被翻译成阿塞拜疆语、中文、和法尔西语。2009年的书被翻

译成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孟加拉语、中文、法尔西语

、法语、格鲁吉亚语、印地语、卡纳拉语、韩语、蒙古语、尼泊尔语、

波兰语、葡萄牙语、僧伽罗语、西班牙语、乌尔都语和乌兹别克语。 
2 本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和越南文。 



以公众利益规范私人补习 4 

举办，合作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曼谷）以及亚

洲发展银行（马尼拉）。这次论坛主要关注整体亚洲区域，期间有

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33位研究者、政府人员、相关行业人员和其

他有关人士参加了论坛。与会者讨论了政策设计的背景并且评估了

对私人补习之管理和引导系统有支撑作用的因素。 

第二次论坛是由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两个月后组织的一次论坛，

合作方是中国教育培训联盟（CETU）。中国教育培训联盟是一个

由补习机构组成的职业联盟，总部位于北京。补习行业在中国汇集

了一股相当大的力量，而这次政策论坛让我们洞悉了一个职业组织

如何运作，以及中国不同地区对私人补习的政策特点。 

在这两次论坛之后，本书作者通过政府文件、研究文献和私人

补习提供者搜集了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没有在这两次论坛出

现的地区，并由此提供了新的见解，同时这些信息对已有的部分材

料进行了详细阐述。本书作者仍然主要将焦点放在亚洲，但也会涉

及世界其他地区。从历史角度来看，影子教育在东亚和南亚最常 

见，而这些地区的子区域的政府涉及此事的历史也是最长。如今，

影子教育和其他形式的私人补习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贝磊 2012; 

Mori & Baker 2010; Aurini et al. 2013）。那么，亚洲各国相关政府部

门的经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会有很大的价值。同时，亚洲各国相关

政府部门也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汲取经验。 

 

概念框架 

 

为了给本书设置一个框架，需对一些术语进行阐释及界定。首

先是私人补习的本质以及法规种类的范围。另外，这个框架必须考

虑政府在不同社会的本质和角色，也要考虑设计和执行这些法规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本质和角色。 

 

私人补习的本质及特征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书关注的问题，需进一步讨论补习课的种类

和它与其他形式学习的关系。总体而言，本书讨论的是补习课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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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学校所教授的相关文化学科的支持，比如数学、语言、科学等

学科。如上述所指，除了有考试的学科之外，为了个人全面发展而

设的课外活动，如足球、芭蕾和音乐等不作考虑重点。同时，本书

主要讨论收费的服务，例如个人、机构或其他团体提供的有偿的补

习，而不是讨论亲戚、社会团体等等提供的无偿补习。 

多数的这些影子教育都是由学校或教育系统的考试所驱动。图

表1展示的矩阵描述了校内校外个人发展与应试学习的对比。本书

重点讨论的是右上象限。然而，这些活动的界限并非严格划定，因

此图中的划线用了虚线而不是实线。虽然本书所涉及的补习课程提

供者主要关注学校所教的学科，他们也会延伸到严格意义上的学校

所教学科之外更多样化的学科内容，以及诸如演示演讲、时间管 

理、信息检索等技能。 

 

 
 

多数的私人补习在学校之外进行，还有一些补习在学生或补习

导师家里、补习中心和社区场地如公共图书馆进行。然而，有些私

人补习是由学校提供的。当老师对其常规教学任务提供私人课程的

图表 1：校内校外学习之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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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尤其常见。另外，有时候补习机构会租用学校的空闲教室作为

其商业活动场所。这意味着制定法规的政府部门也许需要关注学校

内外的私人补习的情况。与此同时，这些在校内的私人补习可能是

老师提供的免费补课。这些补课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些课

程是免费的，并且普遍被看作是老师教学职责的一部分。 

这些现象所引出的是对私人补习之形式的具体讨论。许多补习

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另外一些以小班形式，还有一些补习则以大班

的形式。香港的“明星补习导师”已经相当出名，他们一次给超过

100名学生上课，通常在满座之外的教室有视频设备辅助（Kwo & 
Bray 2011; Kedmey 2013）。这些明星导师也会提供录像课程作为现

场课程的一种替代选择；同时，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补习课程，

这些课程部分有直播教学，部分没有。从监管角度而言，处理网上

补习会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它可能是在参与者的家中进行或会涉

及跨国界提供的具有隐私性的服务。 

 

法规，法律，指引和行为规范 

本书的题目强调的是法规，但是，本书的关注面更加宽泛。首

先，有必要分清楚法律和法规的区别。法律是立法机构通过的，并

且法律的准备通常是要对其实施机制及法庭处理的架构进行缜密的

考虑。相比之下，法规是由专家团体（如教育部）所制定。法规的

准备往往也需要对其实施机制进行缜密的考虑；但是法规通常不及

法律有效，改变法规的程序也没有那么严格。 

除了法律、法规，约束效力相对较低的法规形式还有行为指引

和规范（专栏 1）。这些指引和行为规范不仅可以由政府制定，也

可以由职业团体制定，如教师工会联合会或补习提供者的联盟。政

府可以选择通过各种途径的合作以实现其目标，这些合作是基于自

愿的配合，而不是通过法律或法规的硬性约束。政府也可以用各种

方法告知消费者这些指引和行为规范，从而让消费者进行监督。因

此，虽然本书以“制定规章”为题，其内容亦包含其他形式的指引

或自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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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补习法规制定之背景 

亚洲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在各地文化、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对政府设计的各种法规的执行能力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在

经济实力上也有差异。既有诸如文莱达鲁萨兰、香港、日本、韩国

和新加坡这样的高收入经济地区，也有像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

越南这样的中等收入地区，还有像孟加拉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的

低收入地区。这些国家的立法和监管结构在其殖民历史影响下形 

成，而且亚洲的国家里有的与前苏联政权结盟，或是其一部分（如

哈萨克斯坦、蒙古、乌兹别克斯坦）；有些继承了英国的传统（如

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还有的受荷兰和美国的外来传统影

响（如印尼、菲律宾）。有的国家较小（如文莱达鲁萨兰、马尔代

夫、新加坡），因此相对地中央集权；有的国家较大（如中国、印

度、印尼），因此需要非集权式的模式。在分析过程中，必须谨记

这些背景差异。 

其他背景维度涉及公众对于私人补习及其提供者的态度。不丹

的正规教育历史并不长，私人补习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也比较短。不

丹的相关部门能够对这种现象作出在斯里兰卡、韩国等国家不能达

到的限制，因为后者的影子教育在社会里已是根深蒂固，并且已经

变成一种社会现象(Seth 2002; Lee et al. 2010; Pallegedara 2012)。在

香港，公众认为老师不应该给自己的学生提供私人补习赚取外快；

专栏 1：行为规范 

本书涉及了行为规范以及相关法规。这些行为规范也许是

由政府制定，或者是由职业联盟或其他团体制定。对于规范的

遵守并没有法律条文的支持，但是法规会通过各种职业制裁得

到支持。 

Poisson (2009）对各种教学职业的行为规范做了一个指南。

该指南先从行为法规的定义和构思着手，随后讨论其采纳、传

播、推广和实施之程序。其他部分着重讨论针对违反准则的制

裁和对准则的评估及修正程序。该指南内容适用于私人补习，

也适用于教学职业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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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为老师的工资较高，老师们也很少提供私人补习，即使学

生可能来自其他学校。在中国大陆多数地区，老师是被明令禁止给

自己的学生提供私人补习，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完全被执行，老师

有时会感受到来自那些希望额外补习的家长施加的压力（Zhang 
2013a）。 

其他的文化背景方面则涉及明星补习导师。如上述所提，在香

港，明星补习导师很有知名度，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斯里兰

卡的补习大师会吸引大量的学生，不过他们通常不像香港同行那 

样，在公车或其他公众地方展示抢眼的广告。专攻某些特定学科的

导师也是曼谷、吉隆坡、首尔、台北和其他城市的补习市场的一大

特点。 

此类评述也适用于企业结构。有一些补习机构开设了国际连锁

店。例如公文式教育（Kumon）总部在日本，但是在包括中国、印

度、印尼、韩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

泰国和越南的48个国家（Kumon 2014）有开设分机构。Kip McGrath 

的总部在澳大利亚，2013年宣布在20个国家有连锁机构，包括在印

尼、巴基斯坦和新加坡（Kip McGrath 2013）。香港教育（國際）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要在香港经营，但也

扩张到了中国大陆【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2013】。

因此，企业结构也是需要被考虑的另一个方面。 

 

本书结构 

 

了解过上述的背景问题之后，本书的下一章节将详细阐述需要

监管什么和谁需要被监规。这章内容描述了私人补习的规模及传

播，记录了补习的主要科目和模式，同时强调了补习提供者的多样

性。随后，本书将讨论在公众利益为背景之下监管的原由，同时特

别关注社会不平等、补习对常规教育中的逆流冲击、腐败、消费者

及雇员的保护及税收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书将法规的类别同补习提供者的类别联系了起

来。那些针对大小不同类别机构的法规可能会和针对老师的法规会

有很大差异。针对大学生或其他以非正式的兼职形式进行补习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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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可能更难制定，而政府应该将目光投向如何增强消费者的意识。

在这一章里有许多各个地区的例子。这些法规不仅仅是由教育部制

定，有的是由其他政府部门制定，如劳工部、财政部和社会福利 

部。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讨论如何保证这些法规被遵守。有的政府

资源较丰富，有监管的官员，而其他的一些政府则能力有限。在多

数情况下，处理法规是否被遵守的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是自上而下或

自下而上。政府可以告知或授权社会群体对补习提供者施压。他们

也可以和补习行业或教师工会一起以自律规范的形式保证法规被遵

守。 

最后，本书对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评论。近年来，在亚洲区

域的私人补习的规模和本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并且即使没有政

府的关注和监管也会继续变化。政府是否有机会和责任通过政策法

规或其他形式影响这个行业尚存争论。在一个影子教育或其他形式

的私人补习已经根深蒂固，并已成为普遍现象的社会里，政府的任

务尤其具有挑战性。因此，在私人补习所产生的负面问题尚未成型

的社会里，政府现在就应该有智慧地做出行动，从而防止严重问题

的发生。 

在制定或修改私人补习的政策法规时，政府应该将此类工作与

针对常规教育的法规平行联系起来（Fielden & LaRocque 2008; 
Sergiovanni et al. 2009）。尤其是从20世纪中叶之后，常规教育比以

往而言更加规范。有些参与者认为教育被过分监管了。的确，有些

政府正在寻求一些方法以求在公立教育系统里，至少给部分学校更

多的灵活性。但是，处在规章制度下的人极少有倡导将对常规教育

的监管力度降低到像多数国家对私人补习的监管那样。因此，对私

人补习的监管趋势很可能是更多，而不是更少或维持现状。存在的

挑战是政策法规如何能够对公众利益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当然最

好是所有的教育参与者共同面对所有问题。 

当然，在此种情形之下，由于各政府的政治社会经济手段之区

别，以及在准备、修正和事实法规过程中的可用资源存在差异，各

地区可能会出现多样性丰富的模式。在对相关问题作决定的时候，

教育部门可以从比较分析研究中获得许多帮助。亚洲地域之大及其

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对寻找趋势和恰当的战略造成了挑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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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多样性在研究而言是一种优势，只要展示出一系列不同的环

境和模型，各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就能一起进行研究。因此，本书

最后一章主要关注在这个国际环境中互相学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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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监管的内容和对象是什么？ 

 
本章将阐述在亚洲的私人补习之本质。首先，这个章节将从私

人补习的规模开始讨论，展示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之内存在的差

异。随后，将讨论不同种类的私人补习，审视补习机构、老师和其

他非正式补习提供者的各种运作方法。 
 

私人补习的规模及范围 

 

表1展示了关于亚洲不同地区的私人补习的数据。部分数据需

要小心处理，因为他们是基于有限的样本量。同时，这些数据不能

被直接进行对比，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教育程度以及数据搜集方法会

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如此，此表的确能够展示一个全局概况，其中

有如下的一些区域性差别： 

 各类私人补习在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已有较长

历史，私人补习的招生率依旧很高。韩国的政府部门虽然

已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尝试削弱私人补习的需求（Lee 
et al. 2010; Choi 2013），但收效甚微。日本、台湾和香港

的政府则更多是持着放任主义的态度。 

 部分的南亚地区，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有

较长的私人补习历史以及较高的招生率。在斯里兰卡，早

在20世纪四十年代，即便是处于殖民地政府时期（Ceylon 
1943）官方就对此事曾表达关心和忧虑。在印度的西孟加

拉和特里普拉，招生率尤其居高，但是在切蒂斯格尔和拉

贾斯坦招生率相对低一些（Pratham 2013）。 

 在过去曾是苏联一部分的中亚和北亚的一些地区，补习的

现象是最近才出现的。在1991年之前的苏联时代，补习的

确存在，但是声浪不大。在那之后，这个区域的很多地区

的补习开始兴盛，虽然还没去到东亚和南亚的程度（Sil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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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6; Silova 2009b） 

 私人补习在东南亚也正在扩张，这些国家包括文莱达鲁萨

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Dang 2007; 
Bray & Lykins 2012; Brehm et al. 2012; Lao 2014）。 

 中国，私人补习在大城市和东部高收入地区比偏远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更加普遍。虽然如此，它正随着家庭收入的增

加而迅速增长（沈 2008）。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家庭

占了主导，对影子教育的需求被强化。 

 

表 1：私人补习的跨国指数 

地点 特征 

亚美尼亚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 2007: 45）指出，47% 的
中学生有聘请私人补习导师，通常补习两科或更多

的科目，每周平均花30至35小时补习。 

阿塞拜疆 Silova 和 Kazimzade（2006）询问了913个大学一年

级的学生关于他们在中学最后一年的经历。他们发

现93.0%的学生曾经有过补习（私人课程、预备课

程或两种都有）。 

孟加拉国 Nath（2011a）从家庭调查中分析数据。他发现在

2008年，37.9%的小学生和68.4%的中学生正在参

加补习。在10年级，超过80%的人参加补习。 

文莱达鲁 

萨兰 

Wong等人(2007: 455)审视了小学六年级学生学习

数学的方式。在209个学生的样本中，69%上过额

外的课程，其中大多数可以被认为是私人补习。 

柬埔寨 Dawson（2011:18）调查了三个地区的八所小学，发

现一般学生都参加过补习。Brehm等人(2012)所展

示的数据同样反映了这些发现。 

中华人民共

和国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访问了

4,772个家庭，该调查显示73.8%的小学生正在参加私

人补习，包括非学术科目的培训。初中和高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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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的比例是65.6%和53.5% (薛和丁 2009)。一个

对济南6043个12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23.1%正在参

加数学补习，18.2%正在参加英语补习(Zhang 2011: 
124)。 

格鲁吉亚 Matiashvili 和 Kutateladze（2006）访问了839个大

学一年级学生关于他们在中学最后一年的经历。他

们发现76.0%的学生参加过补习（私人课程、预备

课程或两种都有）。2011年的一个调查访问了1200
名中学生或已毕业学生的家长，该调查显示四分之

一的中学生参加过补习，其中首都有35%学生参加

过补习，乡村有19%（EPPM 2011）。 

中国香港 2009年的一个对 521名学生做的电话访问发现

72.5%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参加过补习（Ngai & 
Cheung 2010）。一个对来自16所中学的1646名学生

的调查发现，53.8%的九年级学生和71.8%的十二

年级学生正在参加补习（Bray 2013）。 

印度 Sujatha 和 Rani (2011: 113) 在一个对四个邦（安得

拉邦、喀拉拉邦、马哈拉什特拉邦以及北方邦）的

高中生做的调查报告中指出：58.8%的十年级学生

正在参加私人补习。Sen（2010：315）指出，在西

孟加拉的小学有57%的学生参加私人补习。一个全

国乡村地区调查数据显示6至14岁的儿童中补习率

在切蒂斯格尔德的2.8%和西孟加拉的73.0%之间（

Pratham 2013：55）。 

印度尼西亚 Suryadama等人（2006）记录了小学年级私人补习的

盛行，但是没有具体的数据估算。非正式证据显示

补习在中学阶段也很盛行。 

伊朗 2011年在德黑兰的一个针对五、九、十二和十三年

级学生的调查发现，20%的学生在参加一对一或者

小班补习，26.9%的学生参加补习中心的课程

(Aryan 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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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07的一个调查发现学习塾为15.9%的小学一年级

学生提供了服务，这个比例在更高的年级中稳定上

升，初中三年级的比例达到65.2%。另外，6.8%的

初中三年级学生在家参加补习，15.0%的学生去上

相应的补习课程（Japan 2008：13）。 

哈萨克斯坦 Kalikova 和 Rakhimzhanova（2009）访问了1,004
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关于他们在中学最后一年的经

历。他们发现59.9%的学生有过补习经历（私人课

程、预备课程或两种都有）。 

韩国 据估计，2012年，80.9%的小学生正在参加私人补

习。中学生的比例为70.6%；而在普通高中其比例

为57.6%（KOSIS 2013）。 

吉尔吉斯 

共和国 

Bagdasarova 和 Ivanov（2009）1,100名个大学一年

级的学生关于他们在中学最后一年的经历。他们发

现52.5%的学生有过补习经历（私人课程、预备课

程或两种都有） 

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 

Benveniste 等人（2008: 76,106）指出14%的初中老

师有提供补习，从中所获收入是其收入的三分之 
一。另一个研究调查了449所学校的2082名小学教

师，该调查显示有5%教师提供有偿补习（Dang & 
King 2013）。 

中国澳门 Vong（2011，cited by Li & Choi 2013: 10）指出大约

70%的幼儿园或小学生有参加某些形式的补习。 

马来西亚 Kenayathulla（2013b: 634）研究了2004/05家庭支出

调查的数据，发现20.1%的家庭有私人补习的支 
出。Tan (2011: 105)调查了1600个雪兰莪和吉隆坡

八所学校的学生，发现88.0%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参

加过补习。 

马尔代夫 Nazeer （2006: 159）评论说私人补习“是非常普遍

的”。他的定性研究中所涉及的9名教师都有给自己

的学生提供补习。Mariya (2012: 175) 也作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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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指出私人补习“在马尔代夫是一种传统和文

化，并且规模较大”。 

蒙古 Dong等人（2006）访问了1,475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关于他们在中学最后一年的经历。他们发现66.0%
的学生有过补习经历（私人课程、预备课程或两种

都有）。 

缅甸 一份1992年的报告（缅甸教育研究局1992: 24）把  
私人补习描述为“完成中学学业几乎不可或缺的部

分”。非官方数据显示二十年后，此问题依然没有

缓解。很多补习也在小学里存在。一份2009年关于

25个镇区的报告（没有出版）发现补习消费占一年

级学生家庭收入的12.6%，5年级的15.6%。 

尼泊尔 Jayachandran（2013）对28个区的450所学校的数据

进行了研究。她发现（p.39）49%的公立学校学生

接收来自本校的额外私人补习，而在私立学校的学

生中有51% 的人接收来自非本校老师的额外私人

补习。Thapa（2011）报告了452所学校的22,500名
学生的调查数据。他发现68%的十年级学生正在参

加补习。 

巴基斯坦 一份2012关于六所城市和136个乡村地区的调查发

现34.0%的城市孩子和11.3 %的乡村孩子参加了私

人补习。在卡拉奇，这个数字达到60.2% (ASER- 
Pakistan 2013: 118, 143)。 

菲律宾 de Castro 和 de Guzman (2010) 调查了23所学校的

1,235名学生。他们发现40.7%的六年级学生和

46.5%十年级学生参加过补习。 

新加坡 Tan（2009）对于缺少细致搜集的实证数据表示惋  
惜，但是Tan引用了Kwan-Terry（1991）和 George 
(1992) 的文章，也指出补习现象在近几十年都相

当明显。2008年的一份报纸报道称在对小学、初中

和高中调查的学生中97%的人正在参加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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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 Pallegedara（2012: 280）对2006/07的一份关于10677
个有6至21岁的学生的家庭作的调查进行了研究。

在这些家庭里，64.0%在花费在私人补习上。比起

1995/96的调查，当时的数字是23.3%。Suraweera 
(2011: 20) 报告说被调查的2,578名10年级学生中，

92.4%的学生有参加补习，98.0%的12年级学生有

参加补习。 

台湾 2001台湾教育长期追踪资料库调查了20,000名高中

生，结果显示72.9%的7年级学生每周平均接收6.5
小时的私人补习（Liu 2012）。 

塔吉克斯坦 Kodirov 和 Amonov（2009）调查999个大学一年级

的学生，询问他们在中学最后一年的补习经历，发

现64.8%的学生参加过补习（私人课程、预备课程

或两种都有）。 

泰国 Lao (2014) 引用了一个经济研究和培训中心 
(2011)的报告，指出估计有65.5%的高中生接收私

人补习。在所有的学生人数中，估计有6.4%的人

参加补习，其中曼谷的比例最高。 

土库曼斯坦 Clement（2006，引自 Silova 2009a: 59）指出自从

1991年国际独立以来，一个范围广泛的影子教育系

统出现了。它的组成是那些在导师家里或其他地方

的各个未经注册的班级，并且多数涉及老师。 

乌兹别克 

斯坦 

细节数据尚缺，但是补习被描述成为一种“大生意”
（Namazov 2013）。 

越南 Dang（2013）对 2006 年从 9,189 个家庭获取的调

查数据进行了研究。他发现32.0%的小学生接收补

习。在初中和高中，比例分别是46.0%和63.0%。 

来源：此表基于Bray & Lykins（2012，pp.4-7）继而更新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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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科目和模式 
 

在多数国家，对补习需求最强烈的是核心考试科目。典型科目

指的是数学、科学、英语和本国语言。例如在格鲁吉亚，2011年由

国际教育政策、规划及管理研究所（EPPM）对接受了补习的中学

生进行的调查显示，23%的学生补习了格鲁吉亚语，48%补习了数

学，78%补习了外语，13%补习了与技能相关的科目（EPPM 2011: 
26）。在香港，中学教育文凭（DSC）的四个核心考试科目是数    
学、英语、中文和通识，其中前三个考试科目的补习需求最大   
（Zhan et al. 2013）。 

然而，小学和中学的情况是有不同的。比如，在格鲁吉亚，一

般的小学生最多补习三个科目，而一半的高中生通常补习四科或更

多，最高的补习九科（EPPM 2011）。在台湾，多数的小学生补习

外语和非文化类学科（Huang & Hung 2007），而中学生多数都集中

补习文化学科（林和陈 2006）。表2报告了在澳门的一次调查的数

据，数据显示了不同年级和阶段有关补习的区别，而表3报告了在

泰国的一次调查数据，数据显示区域性的差异以及具体学科的受欢

迎程度。 
 

表 2：分科目各级教育阶段补习参与率（澳门） 

教育阶段 所有科目* 英语 数学 中文 
小学 74.9% 53.2% 50.2% 46.3% 
初中 50.0% 48.3% 55.1% 24.6% 
高中 4.7% 27.9% 67.4% 4.7% 
教育阶段 所有科目* 艺术及商业 科学 其他科目 
小学 74.9% 3.9% 3.9% 3.0% 
初中 50.0% 11% 33.9% 0.8% 
高中 4.7% 18.6% 9.3% 0.0% 

* 参与调查者被允许做多项选择。有的选择了“所有科目，以为这补习内

容覆盖了所有在学校里所教授的科目。另外，有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参加过

哪些特定的科目。数据在2007年收集。 
 

来源：何等人（2008），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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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分科目各级教育阶段补习参与率（泰国） 

科目 曼谷和大城市 
（n=190） 

其他省份 
（n=300） 

全部 
（n=490） 

物理 11.1% 41.0% 29.4% 
化学 17.4% 5.0% 9.8% 
生物 1% 1.7% 1.6% 
英语 16.8% 10.3% 12.9% 
泰语 2.6% 0.7% 1.4% 

社会科学 1.1% - 0.4% 
数学 45.3% 26.0% 33.5% 

泰国社会科学 2.1% - 0.8% 
科学 2.1% 13.3 9.0% 
其他 - 2.0 1.2% 

备注：数据适用于2010年。 
来源：Thailand，教育委员办公室（2010），附录。 

 
如引言部分所述，补习可能会有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包括一

对一辅导、小班、大班及网络在线补习。不同的模式会对学生的学

习、导师的教学法、成本及政府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 一对一：在这种模式里，一名补习导师每次辅导一名学生。

这种形式的补习更加个性化，也通常比其他的补习更贵。 

 小组补习：在这种模式里，学生在一个小组里学习。在一

些社会里被人为是较小的学习组在另一些社会里可能会

被认为是较大的学习组。有时候，学习组的大小会受到法

规的影响。例如在澳门，少于７人的小组不需要在政府注

册（Li & Choi 2013: 12）。 

 大班：在有些社会，补习班的大小会与常规学校里的班级

一样，有时候会相当大。比如在香港和曼谷，这些补习班

在大礼堂以现场班或录像班的形式开展。 

 网络及广播补习：通过网络进行的补习变得越来越受欢

迎。学生和导师不需要处在同一城市，甚是不需要在同一

国家。有的网上补习通过视频片段或其他电脑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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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学，而其他的一些补习则通过网络摄像头直接与人

取得联系进行补习。 

 

在这些基本类型之外，补习还可能根据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模

式。Roesgaard（2006: 29-45）和 McLean（2009: 155）强调了日本

学习塾的不同类别。这类补习中有一些关注入学考试，而另一些则

关注基础学习以及针对如何追赶上同龄人的学习。有些补习为能力

强的学生而设，另一些则为能力较弱的学生而设，还有一些则接收

各种能力的学生。有一些会模仿紧跟常规学校的课程，另一些则超

越常规学校的课程；有的竞争很激烈，而有的则相对轻松并给学生

提供帮助。专栏2在另一个背景中辨别了柬埔寨不同类型的模式。

不同的模式需要有不同的法规与之对应。 
 

补习提供者及倾向的多元性 

 

私人补习可以是由大学生、主流学校的老师或寻找这种工作的

其他人以非正式形式提供。更正式的私人补习可以是由职业补习导

师提供，他们通常都受聘于补习机构。不同的补习导师吸引不同的

学生。非正式的补习通常是基于口口相传推荐。机构所开设的课程

也会利用各种推荐招生，但是他们会通过网络、公车、报纸或其他

地方的广告确保招生。 
在一些国家，公立学校的老师作为补习导师时，会因为他们

是公立学校老师而获得信任，尤其当他们所在学校是名校。家长学

生相信这些老师对教学大纲了解透彻，并熟悉教育部门的要求。这

个特点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和中国都能找到证据  (Hamid et al. 
2009; Dawson 2011; Zhang 2013a)。在所有的国家里，其他类别的

补习导师包括大学生、尚未找到合适工作的毕业生以及退休员工。 
另一方面，有些商业机构提供大班补习课程。在大城市，这

些课程可能在大礼堂通过现场授课或视频课程进行。表 4 展示了香

港中学生参加的补习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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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柬埔寨的私人补习类别 

根据Brehm等人（2012: 16）所述，柬埔寨主要的补习种类有如

下几类： 
 
Rean Kuo（额外学习）：有些老师会给他们自己的学生在课后

的时间给学生补习，地点可能在学校也可能在老师家里。学习

重点是将在校期间没有教完的课程内容。这是最常见的补习形

式。这种补习也被叫做Rean Boban Porn（补充学习）或 Rean 
Chhnuol（雇佣学习）。 
 
Rean Kuo Pel Vissmakkal（假期额外学习）：当学生在学期结束

之后的七月或八月，他们通常可以选择在这个长假参加补习课

程。这些补习班可能是由上一年级的老师教授未教完的课程，

也可能是下一个年级的老师教授来年要学习的课程。这让老师

们在在学年的开始或结束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国家课程规定的

内容。 
 
Rean Kuo Pises（额外特别学习）：公立学校老师给学生进行一

对一或小班辅导，学生通常是该老师本班或本校的学生。这些

课程在课后老师家里或学生家里进行。这种补习相对较贵。对

于学生而言，这种课程可能是作为辅助课程，或者一并取代常

规的公立学校课程。的确，有些案例中的学生和老师达成一致

，进行一对一Rien Kuo Pises 补习，并且不需要在平时参加公

立学校的课，他们的老师会把他们记作已出席。这类型补习更

像私立教育，而没那么像影子教育或混合教育。 
 
Sala Akchoan 私立(补习)学校：柬埔寨有很多种私立学校，其

中包括英语学校、私立大学和技术培训中心。全部这些学校都

被认为是 Sala Akchoan（私立学习），其中私人补习属于影子

教育的范畴。备考中心每晚都开班，学生在此为备战全国考试

和大学入学考试“填鸭式”学习。很多学生在 10 年级或 11 年级

就开始准备 12 年级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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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香港中学生参加的补习之规模及种类 
 9 年级 12 年级 
参加补习的学生人数的百分比 53.5% 71.8% 
（在 16 所样本学校中）案例数量 967 657 

（学生过去 12 个月内参加的补习中）补习的种类 

小组 53.5% 29.0% 
一对一私教 44.2% 31.1% 
补习导师的讲座式授课（现场） 22.1% 54.2% 
讲座式授课（视频） 7.9% 61.7% 
在线补习 0.8% 1.7% 

备注：本表参考 2011 年 12 月的数据。 
来源：Bray et al. (2014), p.21。 
 

在这个区域，补习多样性的一些迹象可以在如下关于补习之提

供的概述中体现： 
 孟加拉国：一份 2006 年 7 月由孟加拉统计局做的调查审

视了该国 5,499 所培训学校，其中有 67,200 名全职雇员，

44,800 名兼职雇员。只有 7% 的培训中心得到政府批准经

营（Nath 2011b）。 
 澳门: 一份 2007 年的调查审视了 186 家补习企业，其中

62.9%对小学生提供服务，3.2%为幼儿园孩子提供服务

（何等人 2008: 28）。所有为幼儿园孩子提供服务的企业，

以及一半为小学生提供服务的企业将补习和托管结合，包

括接孩子放学及餐饮服务。四分之一的企业服务对象是初

中生，只有 8.6%为高中生提供服务。 
 格鲁吉亚：根据 EPPM（2011）的调查，69%的私人补习

提供者是主流学校的老师。另外，13%参加补习的学生表

示他们参加平时的课任老师提供的补习。 
 台湾：Chou 和 Ching（2012: 164）指出台湾有 18,300 所

已注册的 “强化补习班”，这些班着重教授传统学校的学

科，如中文、英语和科学。小学生和初中生是主要招生目

标，他们占了总招生人数的 84%。多数的这些学校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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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针对应试技巧和训练的私人机构”（p.165），但是部分

机构的课程设置与常规学校系统并非直接关联。在这些机

构，补习导师“给一组学生提供专为某单科而设的课程，

比如外语、论文写作、书法、音乐、艺术、体育及其他”
（p.166）。 

 泰国：政府数据显示在 2011 年已有 1964 所私人补习机构

注册，其中 77.6% 的机构在曼谷，其他机构在该国其他

地区（Thai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3）。 
 乌兹别克斯坦：2013 年国家考试中心记录了 249 家持有可

进行教育活动执照的非政府教育机构。其中，73 家提供

学前教育，12 家提供小学教育，5 家中学教育，129 家技

能开发训练和 26 家提供为学校孩子而设的补充技能训练

（Namazov 2013）。 
 越南：Dang（2013）指出补习是由学生家长、老师、学校

和专业中心组织的。大学 70% 的学生在学校参加补习，

26%的学生在补习导师家里上课，剩下的人在他们自己家

里或其他地方参加补习。 
 

在很多情况下，补习的多样性反映了消费者选择的需求。尽管

名义上家庭可选择常规学校，但是多数家庭往往被他们的居住区域

和学校录取制度所限，他们不能够轻易地更改学校。相反，在私人

补习领域，各个家庭对于选不选某个补习导师上某个科目有更大的

选择权。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种类、上课时长和补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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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何私人补习需要监管？ 
 
教育是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它可能也会保持或

激化社会不平等。基于这些原因，在 20 世纪，各国政府加大了对

学校、幼儿园、大学监管的重视。在 21 世纪，各国政府应该对校

外提供的教育更加重视。这不仅是因为私人补习的内部操作的质素

差异，也是因为私人补习对常规教育的逆流冲击及他的更广泛的社

会影响。 
更深一层的需要监管的元素涉及到消费者的弱势。儿童尤其脆

弱，因此，对于防止各种明显或隐性的虐待儿童事件之监管则变得

很有必要。父母也需要一定的保护，因为补习的本质和影响往往是

很难被衡量的。正如其他的商业领域，对广告和消费者所签的合同

之监管亦有必要。同样的，对于补习机构及其员工的合同也要得到

监管。 
从大局考虑，Fielden 和 LaRocque（2008:13）指出： 
 
政府有义务保证市民获得良好的教育，不管该教育从何处获

得。在公立学校里，这意味着必须有机制确保在资金允许范

围内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设施、以及教学材料。在私人

教学领域，此原则同样适用，同时有需要找到监管控制的方

法以及保证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都能在可能范围内达到最好

的品质。 
 
作者所考虑的私立学校指的是与公立学校平行而设的那类私立

学校，并非私人补习企业，但是，该论点对于补习领域也应该是有

适用的。另外，Fielden 和 LaRocque 也相应补充（p.14）： 
 

一个能给私人教育支持，并能保证私人教育质量的监管框架

也是保证私人教育产业长期的经济、政治稳定性之关键。市

场对私人教育质量的认知有基本重要性，但很容易被破坏。

对那些教学质量较差的私人教育的负面报导会损害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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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誉。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要从教学质量较高的私人教育提

供者的角度获得某些监管方式。 
带着这些因素去讨论监管的必要性，本章从社会的不平等性和

私人补习对常规教学的逆流冲击之本质开始谈起。然后，在谈论对

消费者和雇员的利益保障之前，本章会提及腐败问题，最后在对税

收问题进行讨论来结束本章。 
 

社会不平等性 
 
社会不平等性可能会有几个维度，在这些维度中，最显而易见

的就是社会经济、性别、种族/民族以及城市/农村。在此，每一个

维度都轮流被讨论。 
 

社会经济差异 
显然，收入更高的家庭在私人补习上的质和量的投资都比相对

低收入的家庭要轻松。在多个背景下的实践调查对此都能证明这个

事实。例如在越南，Dang（2013）的报告中提到只有 15%的最穷困

阶层的家庭投资在私人补习上，相比之下，经济情况稍好一点的阶

层中 27% 的家庭做了投资，在好一点的阶层中有 30%。最富有的

那 20% 的家庭在私人补习的平均开支是最穷的那 20% 的家庭的

14 倍。Kwok（2010: 52）在一个中文调查报告中指出高收入家庭比

中、低收入家庭对补习教育的需求更大：需求率分别是 62.5%、

57.9%和 47%。在泰国，一项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阶层的父母在私

人补习上的花费是收入最低的阶层父母的 2.7 倍。尽管如此，前者

只花费他们总收入的 2.0% 在补习上，而后者则需要花费 7.3% 
(Punyasavatsvt 2001: 4-1)。 

然而，在有的社会，私人补习非常流行，以至于多数家庭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有必要在补习上投资。在很多不同的背景中都

能观察到这个现象，如孟加拉国  (Cameron 2012: 28)，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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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hm et al. 2012: 15)，印度 (De et al. 2009: 149; Sen 2010: 315)，
韩国 (Kim 2010: 303-304)，斯里兰卡 (Pallegedara 2012: 375) 和台

湾 (Liu 2012: 49)。因此，对于私人补习的监管应该服务于多数  
人，包括低收入家庭和少部分相对富裕的家庭。 

 

性别差异 
在有些国家，参加补习的学生性别显示出了不平等。在很多案

例里，男性比女性参加更多的补习。例如，在孟加拉国，Nath 
(2008: 58) 指出在各年级，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参加补习。一份

2005 年对 16,400 家庭的调查显示，33.8%的男孩和 28.1%的女孩参

加了私人补习。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女孩是参加补习的大多数

。例如，在澳门（何等人  2008）和格鲁吉亚  (Matiashvili & 
Kutateladze 2006)。还有一些地方，包括越南和台湾 (Dang 2007；
Liu 2012)，男女差异不明显。政府不能很容易地对性别问题对进行

监管，但他们可以对此关注并提高重视。有时候，性别不平等是有

其他的政策导致的（专栏 3）。 

专栏 3：乌兹别克斯坦的性别偏见与大学入学考试 

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乌兹别克斯坦，驱动影子教育的一个

主要因素就是高等教育入学的激烈竞争。在 2012 年，每 633 名
学生就要竞争 100 个大学学位。大学入学考试全国每年举行一

次，考试形式是三门学科的选择题测试，因此高中生特别注重

这三门学科。考试题目基于学校的教学大纲，但也可能会超过

大纲范围。名校的老师能通过提供针对这个考试的补习获得丰

厚的收入。 
补习的特点也会受兵役的影响。在 12 年义务教育之后，

服过一年兵役的大学申请者能够在他们的入学考试总分之外加

分。由于只有男性能加入军队，这个政策带来了性别偏见：女

性学生可能感觉更有需要进行补习以确保高分。在有些高等教

育专业，女生即便是答对了入学考试题目的 95%可能也不被录

取，因为男生虽然仅答对 68%题目的，但由于服兵役加分，总

分最后比女生还要高。 

来源：Namazov（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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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民族差异 
有少数种族或少数民族的国家里，他们参加私人补习的量会有

明显的不平等性。在有些案例里，少数种族或民族比多数种族或民

族参加更多的补习。比如在马来西亚，属于少数的华人和印度家庭

比属于多数的马来人参加更多地补习 (Jelani & Tan 2012; 
Kenayathulla 2013b)。这个特点对于移民美国的亚裔一样的 (Zhou 
& Kim 2006; Byun & Park 2012)。在其他的案例中，少数民族会处

于劣势。Dang (2007: 688) 在一个越南的调查中报告称，7.1%的少

数民族孩子在小学阶段参加补习，而多数民族孩子则有 37.0% 参
加补习。在高中阶段，这个差距缩小了些，但差距仍然显著：

55.9%对 78.0%。在斯里兰卡，2006 至 07 的调查数据显示，59.4%
的泰米尔人家庭在补习上有花费，而 63.8%的僧伽罗人家庭在此有

花费（Pallegedara 2012: 381）。跟之前一样，政府不能很容易地对

此进行监管，但需要关注相关特点。 
 

城市/乡村差异 
很多研究显示城市里的学生比乡村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参加补 

习。例如在中国，Zhang（2013a）调查了重庆的补习特征，发现只

有 22.1%的乡村学生参加补习，相比之下 65% 的城市学生参加了

补习，其中部分原因是城市更容易找到补习导师（p. 120）。在格鲁

吉亚，EPPM（2011）的研究中报告了在首都第比利斯有 35%的学

生能够参加补习，而乡村只有 19%的学生可以。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斯里兰卡的数据，该数据显示私人补习在

城市和乡村都很普遍。这份 2006 至 07 的调查显示，64.4%的乡村

家庭在补习上有开支，城市家庭的 62.9%在此有开支（Pallegedara 
2012: 381）。但是，对于乡村的学生而言，他们不能像城市学生那

样有同等的机会接触到那些在城市里做推广的补习机构；

Gunasekara（2009）对 12、13 年级的学生做的调查发现只有 41.1%
的乡村学生参加补习，而城市学生有 49.5%（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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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规教育的负面冲击 
 
私人补习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学生提

高学校科目的学习，而这会对常规教育产生冲击。但是，这个关系

并不是简单地涉及提高某些同学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私人补习可能

会逐渐破坏主流教育。这可能会以几种形式发生，其中第一种情况

就是老师的态度： 

 当老师给他们自己的学生提供私人补习的时候，他们可能

为了提高学生对额外的私人课程的需求而减少了对常规课

程内容的覆盖。 
 那些不给自己学生补课的老师不需要减少教学内容以提高

学生对补习的需求，但是他们仍可能会放更多的精力于他

们的私人补习课程中，因为这些课程的收入与他们的上课

表现直接挂钩，而上常规课程只会得到一份固定的工资。 
 即便老师本身不作为补习导师，他们也可能会认为学生可

以去找补习导师。比起补习相对不流行的地方的老师，这

些老师可能不放那么多精力于常规教学。在老师以为学生

有私人补习导师的同时，学生也会因为自己老师不够恪尽

职守而寻求补习的帮助。 

另一组对常规教育造成冲击的因素来自于学生的态度。比起那

些平时应该是免费教他们的老师而言，学生可能会更尊敬那些要付

钱上课的补习导师。另一方面，学生会跟自己学得不好的课任老师

关系疏远，转而向补习导师寻求帮助。 
第三组冲击因素是时间管理。Gunasekara（2009: 84）指出斯里

兰卡的高中生每周花 15 至 21 小时参加额外学习，Chou 和 Ching 
(2012: 151) 指出台湾的学生往往在周一至周五参加补习班到九点

甚至更晚。学生的日程都被文化课的学习占据，没有时间去做运 
动、社交和放松。Dang（2011: 26）越南一份调查指出过度补习不

仅仅会有损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也会导致常规教育变得低效，因

为孩子白天变得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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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 
 

老师为了提高学生对私人补习的需求而故意减少常规教学内容

就是一种腐败。对此更广泛的研究（e.g. Hallak & Poisson 2007; 
Sweeney et al. 2013）强调了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的不同维度，包括

私人补习。这些研究指出，这种腐败尤其具有腐蚀性，因为教育在

青少年儿童的意识形成阶段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 
对于多大程度上而言补习是一种腐败以及多大程度上而言老师

应受责备的观点可能会有所差异。例如在吉尔吉斯共和国，

Johnson（2011）观察发现家长更多的是对社会大背景的责备，而不

是针对提供补习的老师；Milovanovich（2014）将低层次的“软”腐败

和不能被容忍的腐败行为作了区分（图表 2）。在决定哪些问题是

可接受，哪些问题不可接受的时候，政府必须考虑本国的文化背 
景；尽管如此，他们也要考虑长远的影响和危险，因为如果政府没

有在早期就勒住缰绳，各种行为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 
 

图表 2：私人补习及在教育系统中腐败的程度 

 
来源：Milovanovich (2014)，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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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消费者及雇员权利 

 
补习的质量是很难衡量的——即使对于这方面的教育专家也是

如此，更不要让在其他领域工作的家长或者自己本身教育层度就有

限的家长来衡量此事了。补习机构可能很擅长于销售技巧，他们强

调机构的补习导师多才多艺，强调他们的补习成果。但是，对于补

习导师的教学输入和学生的学习接收之间的直接链接并不能轻易地

被展现出来。在常规教学也是如此；但多数政府都建立了监管教师

行为及学校运作的系统，在此系统监管下，父母可以有理由有更多

信心。 
有时，问题事件出现在公众眼前并非由于教学技能或学习问题，

而是更多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在老师

或学生家里进行一对一补习的补习导师被判定有性虐待罪名(e.g. 澳門

日報 200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2; Times of India 2013)。一个

找补习导师的香港网站建议“如果学生未满 18 岁，第一次课一定要有

一位成年人在场”；1 但是成年人仅仅参加第一次补习课对于保护学

生免受随后可能形成的关系造成的伤害似乎远远不够。 
更多隐形的伤害则涉及学生的学业压力和与学校学习的不一  

致。补习导师可能故意让学生觉得学得不够，目的是让学生保持对

补习服务的需求；同时由于类似的原因，补习导师会故意的批评学

校，让学生迷惑于应该相信谁的话。如果补习导师用一种方法，而

学校老师用另一种方法，可能导致补习课程与学校教学的不一致性。 
从商业领域这个更细的范围来看，对消费者的保护可能需要建

立，其中涉及与补习导师个人或补习机构所签合同的本质以及广告

形式。涉及这些问题时，补习行业的消费者保护与其他服务行业的

情况类似。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类别涉及到雇员。随着补习行业的发展，

大量的补习机构已经涌现，有些机构拥有多个子机构或加盟机构，

还有一部分只在某地区经营，规模较小。很多的这些公司都会聘请

                                                 
1http://www.findatutor.com.hk/howitworks/4/For-Students, accessed 26 Februar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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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导师；被聘做补习导师的大学生通常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在

有些案例中确实有高中生被雇佣做补习导师，可能雇主会以非正式

形式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之间并没有正式合同。 
 

税务问题 
 

最后一个政府需要监管补习行业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税务问题。

多数人会认为补习导师像其他行业的人那样交税是合理的。在有的

国家，补习行业已经兴盛。例如在韩国，据估算补习行业在 2010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Lee 2013: 52）。为保证有效的财政收入

以及行业间的公平，政府应该向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征税的同时也应

向补习导师征税。 
补习导师并非必然地抗拒交税这个概念。例如，当这个问题在

越南被提出来的时候，有媒体报道提供补习的老师对此的反应是积

极的。一个提供补习的老师说：“一旦你开始缴税，说明你所提供

的服务得到国家允许”（Vietnamnet 2012）。所以，补习导师觉得缴

税可让他们的职业更具合法性以及得到更多的尊重。 
尽管如此，政府应该准备好对“教育与其他行业不同”这个命题

的辩论。在泰国，私人补习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式教育，教育部在

1962 年设置的规定目前仍然有效，该规定宣布非正式教育应该免

税，除了书本的销售、光盘和其他产品不能被免税。补习行业在泰

国已经拥有话语权，2011 年的一份报告支持了这个行业，理由是

对补习征税会提高学生的学费或减少补习导师的收入。短期来看，

反征税阵营是主流；但长期看来这也许不能持续，尤其当很多补习

机构已经获得高额利润。曼谷市中心的一所 16 层高的大厦专为所

有大型补习机构提供集中的教学场地，这给了那些在这场激烈的辩

论中支持征税的人一个论据（Lao 2014）。 
在有些司法管辖区，对于不同的补习业务征税的税率会不一 

样。比如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培训中心是基于国家税务局的

购买法案注册，而提供家教的补习机构，也叫补习局，是基于慈善

委员会法案注册。注册的培训中心向税务局上交 1%的税，而补习

局则向慈善委员会交 8%的服务收费（Sujatha & Rani 2011: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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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针对不同角色该采取何种政策？ 
 
针对私人补习行业中各类型角色提出不同类型的政策法规加以

规范非常必要。本章将首先探讨私人补习机构。尽管这些机构门类

繁多，经营规模从小型到中型乃至大型不等，而大型的补习机构则

可以获得特许经营权。第二个类别主要涉及在常规学校任教同时也

提供私立补习的老师；而第三个类别涵盖了学生及其他非正式从业

者。最后一个类别则探讨互联网补习。 
本书篇幅有限，无法完整呈现多元化地区相关的政策法规。因

此，即便是在中等规模的管辖区，地理分布上也呈现出非常分散的

趋势。以台湾为例，这个拥有 230 万人口的地区就需要由将近 40
个平行的市级、县级或县级市行政机构制定所谓“短期学习中心”的
准入要求（臺灣 2004, 第 9 條）。不过，一些通用原则会通过实

例进行呈现和阐析，从而激发各方积极探求适合当地的解决方案。 
 

私人补习机构 
 

注册要求 
考虑到这些私人补习机构类型各异，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经

营者向政府当局申请注册和取得营业许可所需的准入门槛是什么。

在澳门，颁发营业许可的门槛被界定为：一个在同一时间向 7 位学

员或者在同一天内向 21 位或以上学员提供学习课程的机构 (澳門

特別行政區 2002, Article 5)。香港的规定也基本相似，但具体条文

规定为：在同一时间向 8 位学员或者在同一天内向 20 位或以上学员

提供学习课程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Education 
2003: 1)。在印度的比哈尔邦，门槛设定为 10 名学员（专栏 4）。

其他地区的准入门槛和界定都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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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印度：比哈尔邦政府首当其冲规范补习 

2010年， 比哈尔成为印度 28个邦当中首个立法规范培训机

构的邦。被培训机构欺骗的学员的暴力示威促使该邦众议院通

过了培训机构（控制及规范）法案。为 10 位或以上学员提供课

程服务的机构要求做到：                     
 向政府当局申请注册，有效期限为 3 年； 
 公开课程体系、学费标准以及私人导师的资质； 
 提供拥有足量教室的场地，以及急救设备和洗手间。 

来源: Bihar (2010); Mishra (2010) 
 

下一个问题是与注册营业相关的要求是什么。在香港，补习中

心被描述为教授非正式课程的私立学校。监管机构首先从常规学校

的需求着手，然后再考虑特殊情况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2007, 2012)。相关要求的主要特征包括： 

 
 面向顾客的信息：在学生报读课程之前，该机构需提供一

本小册子，说明以下信息： 
 注册证书上表明的机构注册编号，名称和地址； 
 查询课程内容的热线号码 
 课程的相关细节，包括名称、内容、费用、传授方式、

课程长度、日期、时间及地点； 
 若课程名称包含如“文凭”等字样，则该课程应已得到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的认证，否则不能作不恰

当的宣称。 
 相关设施，如教室、演讲室、语音室和电脑（计算机）

室，以及因机构无法按计划完成课程而产生退款的条

款和程序（此项目政府另外做出具体规定）。 
 

报读前，学生及家长必须确认已收到此文字版信息，并

且知悉学费将以不得长于一个月的周期进行交纳。政府

坚信设定此时间上限有利于学生在对课程感到不满的情

况下轻松终止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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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习导师：每一位导师须具备准用教员的最低资格，即必

须通过香港中学会考中总共 5 门（包括英文和中文）科目

考的试，并取得 E 等或以上的成绩。教授 10 或 11 年级的

从业者需具有高等教育文凭或某机构颁发的结业证书；教

授 12 或 13 年级的从业者要求具有得到认证的学历。校监

必须在新导师上岗一个月之内向教育局汇报其相关信息。 

 班额：常规学校的最大班级人数被限制在 45 人之内，而

补习中心也并无例外。 

 管理：在任命校长后的一个月内，校监必须将校长的详细

信息知会教育局。与一般学校不同的是补习中心可在公众

假期营业。 
 

以上这个列表当中明显缺少了有关课程安排、教材及教学模式

的规定。政府同样回避对收费标准进行表态。从这方面看来，政府

一直贯彻的是“避免过度监管”这个行业, 考虑到“资源的限制和社

会对缩减政府权力的期望”以及希望“允许市场机制在这个领域运作

以实现长远的自我监管”（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Education 2003: 1）。早前的规定要求补习中心必须征得同意方可进

行收费及调整收费标准。为简化行政工作和促进灵活性，这一规定

被删除了。 
关于上述列表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注意，这部分规定脱胎于教育

法，并且只关注到教育局涉及的维度。尽管注册的程序是由教育局

执行的，然后它再把这一份份的申请转交给屋宇署及消防署跟进卫

生及安全方面的问题。例如消防条例规定：任何容量超过 30 人的

房间须至少安排两个出口。企业还需要遵守宣传、税收、保险、雇

佣合同等方面的条例。 
再以中国内地的重庆市为例。当地的情况是，地方教育局负责

评估和审批，并且向市政府报告以记录存档（Zhang 2013a: 77）。

私人补习中心进行营业注册的规定如下： 
 
 财务框架：对于法人团体，总资产须超过二百万元（三十

万美元）；净资产须超过一百万元；而资产负债率必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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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0%。对于个人企业，总资产须超过一百万元，而其中

货币资本须占超过五十万元以上。 

 领导与管理：每一间私人补习中心必须由至少三人组成一

个董事会。且三分之二以上比例的成员必须具备五年以上

的教育经验。中心的负责人须经过政府同意，年龄未满 60
岁、健康，且持有学士或以上学位以及专业资格。该负责

人不可同时负责一间以上的机构。公务员不可经营私人补

习中心。 

 人事：企业必须雇佣至少三名全职补习导师，并且须占超

过全体教职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该企业还须雇佣两个以

上的全职管理人员，两个以上具有会计师资格的全职财务

人员以及一个以上的保安员。补习导师须具有相应的资

格。而且企业不能从公立小学、中学和职业院校聘用现职

老师安排他们在工作日补习授课。 

 费用：费用收取的周期一般以一学期为基准，在课程长度

或短于一学期的情况下，可按授课周期进行。 

 场地和设备：企业应拥有固定的教学场地。总面积须达 500
平方米，每位学员人均占地面积不少于 8平方米，其中 80%
的面积须用于教学目的。拥有场地产权企业必须持有显示

清晰产权的文件。而租用场地的企业其租用期不得短于三

年。场地必须得到消防局的检测和批准。居民住宅楼不可

作补习中心场地。场地必须具备教学和安全设备，以及书

籍和教学资料。 
 

马来西亚的模式又有不同。主要的特征如下 (Kenayathulla 
2013a)： 

 补习中心的课程设置必须严格遵循教育部制定的官方课

程设置。机构可以其它身份注册，例如语言中心、电脑中

心以及思维开发中心，但是他们必须遵循官方课程设置才

可以叫做补习中心。 
 一个补习中心至少要有三个董事会成员。主席必须是马来

西亚人，中心校长或经理必须是中心的干事，不能是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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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 
 经营场所必须确保安全并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场地不能

位于交通拥挤的地点。得到消防部门、健康部门和当地政

府部门的批准后，注册方可被批准。 
 补习导师必须持有教师资格。校长/经理必须有三年以上工

作经验，或至少六个月的该领域工作经历。 
 补习中心不得招收 7 岁以下的学生。 

 
这些例子展示了教育和商业法规的重叠。Dhall（2011）用图表

展示了这种情形，见图表3。此图展示了相对较少的重叠，而此图

展示的商业和教育法律的平衡可能不符合所有管辖区的现实。例如

在日本，学习塾是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由经济产业省（METI）监管，

而不是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由文部科学省（MEXT）监管（Dierkes 2008: 
239;Yamato 2013: 2）。类似地在菲律宾，补习中心只需要有安全许

可证以及像其它商业单位那样交税即可（Corporation Code of the 
Philippines, Batas Pambansa No.68, cited by de Castro & de Guzman 
2013: 344）。尽管如此，这个图作为展示这些特征样式时仍是一个

有用的概念模型。 
 

图表 3：监管私人补习中教育和商业法律的重叠 

 
来源：Dhall（2011: 1） 

 

监督要求 
一旦公司注册了，由于税务原因，他们必须阶段性的报告他们

的收入和开支。多是政府也要求运营方面的报告，比如新经理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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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导师的任命。但是，很少政府收集关于招生或课程内容的信息。

总体而言，对私人补习的大体性质的记录比对常规学校的少得多。 
 

有的政府对定价有要求。例如： 
 孟加拉国。2012 年政府推动对培训中心的监管时，他宣布

了允许导师补习的收费。这些收费标准是区级城市学生

300塔卡 (3.80美金)，乡村城市学生 150塔卡 (Independent 
2012)。 

 中国。重庆的政府部门宣布补习中心收取的学费“需要经

过相关部门批准以及要在物价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示”
（Zhang 2013a: 78）。 

 韩国。政府对补习中心的收费设了上限，在 2008 年设立

了一个热线呼叫中心，家长若被多收了学费可以致电投

诉。 
 泰国。有关部门设置了一个高于实际服务真实成本 20%的

费用上限（Thailand, Econom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2011）。 

 
但是，多数政府选择让市场调控这个领域。另外，关于上述法

规问题，孟加拉政府部门没有具体机制在全国监管和执行这些物价

控制，重庆的政府部门也面临挑战，即便他们的管辖区要小很多。

泰国政府很难确定所上报的真实成本是否是真正的真实成本；在韩

国，补习中心通过收取教材费以及“特别咨询”来避开收费上限。 
其他的法规则着重于广告。这些法规对于所有产品和服务都通

用，但是有些与补习有具体的相关 (专栏 5)。《澳大利亚辅导协会

尊业守则》(2011, 见附录) 展示了什么是可接受的广告行为，什么

是不可接受的。各国政府在准备相关法规时可以参考以下各点： 

 会员不可使用误导或失实之广告或生意手段，其中包括

（但不限于）有关辅导费用之失实或误导报道；讹称辅导

课对学生有帮助，但事实却非如此；及有关辅导需要之失

实或误导报道等。 
 所有会员在任何媒体上作出推广时都必须持诚实、准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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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态度。所有数据皆不能用以误导顾客；只能用相关

并能证实之数据。 
 会员必须肯定宣传材料并不引起顾客对辅导课结果不切

实际的期望。 
 会员不应利用有误导成分或错误之对比来比较竞争者的

教学方案。 
 

专栏 5：什么样的广告可被接受？ 

2013 年，香港政府加强了关于广告的法律。这些法律对补习行

业和其他行业都适用。在向消费者委员会询问关于哪些补习的

广告文案不可被接受，廖和冯（2013）得到一下例子： 

第一类：使用夸张措辞，如： 
 “全城最受欢迎的补习导师” 
 “最高学历团队和最受欢迎的补习导师之一” 
 “最强考试技巧” 

触犯法律几率：低。原因：人们通常知道这些口号式的信息，

且不会就其字面意思解读。 

第二类：误导性或有陷阱的用语，例如： 
 “最多同学选择的名师” 
 “5**和 5*分数学生最多的导师” 

触犯法律几率：可能因误导性信息触犯法律。原因：“最”字没有

说明是哪年或那个阶段。这可能会让公众以为该导师一直是最

受欢迎。 

第三类：关于资质或特定标准和参考资料，例如： 
 “唯一博士级中文导师” 
 “唯一向特首倡议关注通识的教育专家” 
 “连续 10 年准确押题” 

触犯法律几率：高。原因：如果补习中心不能提高足够数据支

持这些说法，那就不应使用这些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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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政府也限制了补习中心的营业时间。比如在韩国，政府一

直关心年轻人的压力以及孩子在白天困倦的问题，因为他们晚上学

习到很晚。2009 年，京畿道教育办公室要求给初中学生补习的补

习学院在晚上 11 点前关门，给高中生补习的可以在午夜关门(Kang 
2010)。教育部宣布所有补习学院在未来要晚上 10 点前关门——首

尔在 1996 年已经实施了这项法规。一组补习学院经营者宣称这些

宵禁政策侵犯了家长和学生的权利；但是 2009 年十月，这些法规

被宣布符合宪法，这使全国范围的执行得到了动力(Choi 2013: 4)。
至 2012 年，全国 13 个教育局修正了他们的法规以遵守这项政策。

有的规定关门时间更早，例如给小学生补课的时间可以到晚上 9 点
(Choi 2013: 22)。其他地方允许给高中生补习的补习学院营业到午

夜，但尽管如此也在那个钟点实施宵禁。所以，在非中央集权系统

地区会出现多样性。 
在其他地方，政府限制营业时间是因为宗教仪式被忽视了。比

如斯里兰卡的萨巴拉加穆瓦省议会禁止5至16岁孩子在佛教月圆日

期间和周日的早上 8 点到下午 2 点期间补习（Daily Mirror 2013）。
这些措施在斯里兰卡的其他地方已经被讨论很久（ see e.g. 
Kannangara 2007）。 

因此，正如本章所展示，在有些国家的监督要求的细节相当 
多。而在其他地方，政府没那么注重细节。他们偏向于总体框架并

让机构自己在市场驱动的背景下关注细节。 
 

提供补习的教师 
 

下一类法规是关于希望提供补习的学校老师。在有些地方，这

是被禁止的，尤其在政府学校，但在其他地方却被允许。 
表 5 总结了一些地方的法规和方针。在部分案例，不同的变化

体现了策略考虑之细致，而其他案例则反映了临时做的决定。有关

学校教师提供私人补习的四种情况值得关注： 
 禁止。老师可能被禁止向下列学生提供补习： 

 自己的学生， 
 本校其他学生，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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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学校的学生 
有这种情况的地区包括不丹、日本、韩国，印度部分地

区（例如西孟加拉）、中国部分地区（如山东、天津、江

苏）和台湾。 
 不鼓励：这种情况更多是由道德规范约束而不是法规，这

些规范非常不建议老师进行私人补习（例如柬埔寨、中国、

格鲁吉亚）。 
 经批准允许：在一系列条件下，学校或更高级别的教育部

门会批准允许老师补习（例如文莱达鲁萨兰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越南）。 
 放任：学校和教育部门对此没有相关政策，由老师自己和

客户决定是否补习（例如香港、澳门、菲律宾、泰国）。 
 

表 5：对在职教师提供的私人补习的监管法规和方针 

 法规 

孟加拉国 1979 年对政府资助高中教室的规定第九条（cited 
by Mahmud 2013）禁止“在没有受到聘用部门允许

之前”不得进行私人补习或有其他雇佣关系。一份

2004 年的教育部公告表示“没有国营教育机构的

老师可以在培训中心直接参与补习活动 ”。在

2012 年，很多公众讨论注意到这些规定没有被遵

守。新教育部指南禁止老师对他们自己学校的学

生进行补习，但是允许老师每天在他们的住所给

最多 10 个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补习。 

不丹 常规学校的老师被禁止进行私人补习。这项规定

在2001年向公立学校的老师发出，并在2002年扩

展到私立学校的老师。2013 年，允许了商业领域

开设补习中心，但是对老师进行补习的禁令仍然

生效。 

文莱达鲁萨

米国 
在2003教育令和2004教学机构注册法规规定下，

教师没有教育部允许不得进行私人补习（Mahd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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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柬埔寨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柬埔寨有关部门尝试禁止

私人补习，但没有成功 (Dawson 2009: 56)。《教

师职业道德守则》(Cambodia 2008: Article 13) 表
明“老师在班级里不得收钱或其他非正式费用或进

行任何商业活动”。 

中国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表明“自觉抵制有偿

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中华人民共和

国 2008: 5)。一份 2013 后续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 列出了提高师德的具体措施。省政府或地

方政府可能会有补充规定。例如广州、新疆、天

津、江苏和山东禁止老师补习并对此有处罚    
（Kwok 2010; Zhang 2013b）。 

格鲁吉亚 2010 年教育科学部颁发的教师道德守则（Article 
4.III）指引教师“不要以盈利为目的给自己的学生

补习”（Kobakhidze 2013）。 

香港 政府对此没有法规。《教育专业守则》（香港, 教
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 1995：2.22）表示老师“不应

利用与学生的专业关系以谋私利”，但是没有对私

人补习具体的描述。 

印度 《教育权法案》第 28 项（India 2009）表示：“老
师不应该参与补习或私教活动”。不同的邦有附加

的法律法规。例如在西孟加拉，小学教师的《服务

守则》（West Bengal 2001: Article 5.5）表明“每位

老师都应该拒绝接受任何对学生的有偿训练或补

习”；在 2010 年，这项规定扩展到了所有老师（

Basu 2011）。后续的法规（West Bengal 2012: 
Article 10.20）表明每一所政府承认的学校都“应该

保证没有学校的老师对任何本校学生或其他学校

的学生提供补习，并在职务条约中要说明如破坏

这项规定将会导致职务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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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自 1950 年颁布的《地方公务员法》开始，各种法律

法规仍然生效并周期性重申相关规定(e.g. Japan 2006, 
Article 103)。公立学校老师禁止从事营利活动。 

韩国 常规学校的老师（公立和私立学校）以及高校全职

教授禁止提供私人补习(Korea 2013a: Article 3)。 

澳门 政府对此没有法规。 

马来西亚 老师可以进行私人补习 (Malaysia 2006, Section 4)，
只要： 
1. 申请人是在职政府雇员； 
2. 申请必须提前两个月提出； 
3. 补习每周不超过四小时； 
4. 申请者过去一年的年度表现达到或超过 80% 
的分数； 
5. 补习不能在家庭成员开设的补习中心里进行； 
6. 申请者不能向他/她自己的学生发放宣传资料； 
7. 补习不能干扰作为老师的职责，且需要在非工

作时间进行。 

马尔代夫 老师禁止在他们的住所提供补习。老师必须得到学

校批准方可去学生家补习，且不得给自己年级的学

生或同年级其他班的学生补习。老师不能给超过五

位学生做家教补习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 
Guidelines for Teachers, cited by Mariya 2012: 164)。 

蒙古 2006《教育法修正案》及 2007《道德规范》禁止

教师给他们自己在常规学校的学生补习（Silova 
2010: 338）。《道德规范》中申明老师“不应逼迫

学生购买书本、教学材料和其他物品……以及老

师煽动的私人补习”（Section 2）。 

尼泊尔 老师允许提供私人补习，包括他们自己的学生。

有时候这是由学校自己组织的（Pant 2013）。 

菲律宾 补习多数是秘密地、不受监管下进行。老师通常

给他们自己的学生和 /或同事的学生补习（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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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ro & de Guzman 2013）。 

新加坡 如果不影响学校的教学任务，老师可以提供私人

补习。教育部指南要求这种工作不能超过每周六

小时。学校校长有权管理老师对校外兼职的请求

（Zhan 2013）。 

台湾 1978 中小学常规教学规则依然生效并禁止公立和

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行补习（Zhan 2013）。 

泰国 政府对此没有法规。 

乌兹别克斯

坦 
老师允许提供补习，甚至是给自己的学生补习  
（Namazov 2013）。 

越南 政府禁止老师给小学生和全日制中学生补习    
（Vietnam 2012, Article 4），但是允许对半日制学

校的学生补习。老师不能在学校组织补习，但校

长可以在学校组织有偿补习。除非得到校领导批

准，老师不得在校外为自己的学生补习。 

 

提供补习的学生及其它自由业者 
 

几乎没有政府对学生及其他个体经营者小范围提供的补习建立

监管法规。这类工作多数是以非正式形式进行，通常没有书面合 
同。在这个方面，它跟其他很多非正式的经济活动领域很像——如

家具维修和汽车修理（see e.g. Portes & Haller 2005; Hart 2010）。政

府通常认为非正式补习领域太难监管。他们可能对失去税收而感到

惋惜，并且会担心质量、安全或其他问题，但是尝试监管这些领域

的成本可能超过它的得益。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消费

者意识来监管，下一章会作进一步讨论。 
在这种极简主义方法之外，韩国政府部门有一系列手段更强的

方法。大学生不需要向政府报告他们的补习行为，但是其他个体经

营的补习导师需要向政府报告（Korea 2013a: Article 14-2）。他们必

须在区教育办公室注册并且需要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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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补习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普及，越来越多的补习通过互联网进行。这

种补习很难监管，因为它们很多都是在学生或补习导师家中这样的

私人地方进行。另外，学生和补习导师不需要在同一城市，甚至不

在同一国家。 
有的互联网补习通过大机构提供。一个将自己描述成“印度最

大的教育公司”(Educomp 2014)，Educomp 宣称在 2014 年将服务全

国 300 万学生的在线教育部分。另一个印度公司 TutorVista 很快发

现潜在市场不仅在印度，也在欧洲和北美。该公司意识到美国的在

线补习通常收费约是 40 美金一小时，但由于印度工资标准更低，

TutorVista 每小时收费可以做到 2.50 美金 (Vora & Dewan 2009:  
140)。在 2013，TutorVista 被全球教育公司培生(Pearson) 收购

(TutorVista 2013)。这些企业至少会有人力和动机进行自我监管，

因为大机构是在公众视线之中。但是，小公司的能力和动机可能不

一样了——而且即使大机构的运作也并非事事无可非议(Box 6)。 
尽管如此，互联网补习很难被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机构监管。因

此，更有效地办法似乎还是得依赖于对消费者的教育，也许同时鼓

励自我监管。 
 

专栏 6：互联网补习的潜力和危害 

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克服地理障碍和减低成本的方法。补习

导师和学生可以跨城市、跨城乡、甚至跨国连接。 
但是，滥用互联网的问题在补习行业和其他行业都一样。

在网上，孩子的情绪可能会像传统模式那样被控制（Smith et al. 
2008; Kowaski et al. 2012）。互联网可以让人隐藏身份，并且有

时候孩子可能会被哄骗而透露了不应透露的个人、家庭、财产

和其他信息。 
由于在线交流这么难监管，最好的保护方法还是消费者意

识。成年人每次都应该了解线上补习导师所处地点（国家，城市

和郊区等），应要求获取交流过程的常规文字记录，应在音频补

习时留在可听见范围内，并应该周期性检查补习服务的进度。

剩余好的公司会有他们自己的行为守则以及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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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如果没有被执行是几乎没用的。的确，有法规而不执行可

能比没有法规更糟糟糕，因为那样的话，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实际上

是被破坏了。因此，在设计法规的时候，有关部门需要考虑执行机

制。这需要在教育部及其相关机构有具备相应资格的支持人员。 
政府也必须意识到他们不能单方面地成就每一件事。如果有了

合作，法规的执行会更到位。最明显的合作伙伴是学校、教师工 
会、其他政府办公室以及各类社会团体。更好的执行应该主要由通

过对话而对问题有了共同认知与理解，试验解决方案，从而以进一

步制定有效之政策。 
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可以使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教育消费者并授权

其监督。这包括宣传对补习导师和他们的服务之评估方法的相关信 
息。也可以包括对于何时有必要补习、何时没必要补习提供建议。 

最后，补习行业也可以自律。自律的方式可以是响应政府的号

召或者由业界自发监管。无论哪种方式，自我监管可以达到必要的

目的，而不需要繁杂的政府机制，所以这也是某种情况下一种理想

的操作模式。 
 

部署必要的人员 
 

有的政府建立了专家单位去管理注册和监管工作。例如，韩国

的教育部有一个课后课程司专门监管补习学院及相关组织（Korea 
2013b）。在另一种结构模式下，巴基斯坦首都的伊斯兰马巴德有一

个独立的私立教育机构监管部（PEIRA）。该部在 2013 创立，是该

国第一个相关的机构。它主管私人经营的学校、大专院校，和巴基

斯坦所叫的 “tuitions centers（补习中心）”（Pakistan 2013）。 
法规的执行不仅需要教育部及其下属单位的人员，还需要其他

部门的人员，包括。具体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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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和补习导师的注册， 
 审查场地， 
 对机构主办人、家长和公众提出忠告， 
 维护网站及其他信息渠道， 
 维护记录资料， 
 处理投诉， 
 对侵害事件做出跟进。 
 
香港政府不单在网上公布了已注册的补习中心，并且把对未注

册的补习中心和已注册但未能遵守相关要求的补习中心之起诉也在

网站上公开。这个行动让补习行业变得透明。至 2013 年 12 月，有

27 个人在过去三年期间被定罪，多数案例是未注册经营补习中心

或聘用为符合“检定导师或准用导 师”要求的人员作补习导师(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2013a)。另外，过去三年期间有 11 人被定

罪，原因是他们违反了最大班级人数要求以及出版了误导消费者的

广告（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2013b）。这些违反规定的相关

信息多数是由遵守规定的机构的相关人士提供(Wu 2013)。这些人

憎恶那些破环规则的机构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机构是他们的竞争对 
手，同时因为这些机构会破坏行业的声誉。当然，政府的行动不仅

需要行政人员，还需要执法人员。为避免补习机构以程序难以遵守

为由而作辩护，香港政府简化了注册程序，在网上提供了必要的信

息。港府也简化了起诉程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官员需要进行两

次事实调查和一次确认调查，并且发出两封警告信，他们的起诉行

动才算合法(Kwok 1997)，但是新的工作安排则允许官员只需要对

补习中心走访一次并发出一封警告信即可起诉。 
 

专栏 7：遵守程序简易化 

政府可以通过“一站式购物”形式将手续简单化，为自己和补习提

供者带来便利。补习提供者不需要向教育部门、基础设施部门

、商务部门等等同时分别提交申请，他们可以安排在一个地方

完成注册及报告。有很多案例的申请与批核可以通过网上 24 小

服务进行。这个办事点也可以提供申请所需的建议支持，以及

对未来的更新注册之日发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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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消费者做出知情选择 
 

政府永远不可能光靠自身力量监管整个影子教育领域或私人补

习行业。例如前一章所述，许多由大学生或其他人提供的非正式补

习是政府无法触及的。网络补习也很难监管。鉴于这种情况，很多

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消费者意识上。他们通过网站、传单、电视公

告或其他方式进行这个工作。 
再次以香港的案例为例，香港政府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名为   

《报读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须知》的小册子（香港,教育局 
2013）。它建议家长注意一下事情： 

 
 选择报读获教育局注册或临时注册的学校（补习中心）； 
 细阅学校（补习中心）派发的课程单张； 
 留意课程费用资料； 
 应按月缴交费用； 
 应保存学费的正式收据； 
 应选择安全的学习环境； 
 应选择合适的上课日期及时间。 

 
这个小册子上还有一个24小时电话号码及网站地址以便查询更

多信息。 
但是，上述的注意事项是出自行政考虑。它并没有提及学生首

先是否需要补习及如果需要的话，原因是什么。它也没有讲关于补

习中心的课程设置、补习中心的教学形式和内容与常规学校里的教

学形式和内容间的对比，以及对于学生来说的学业压力。小册子也

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如何选择以及监督以非正式形式提供补习的大学

生。在某个层面上说，问题在于补习提供者的资质以及所花的学费

的价值；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问题可能在于如何保护儿童免受侵 
害。香港政府表明（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Education 2003: 6）“我们呼吁家长和学生行使他们的消费者权力和

履行做出知情选择的责任”。这个要求远远超越发放一些关于补习

中心注册信息和消费者支付协议的小册子。 



第五章：法规如何执行？ 47 

专栏 8：给父母的清单 

以下的清单是希望给孩子安排补习的家长可能问自己的问题。

这是为一个“知识交换”的研讨会设计的(Kwo & Bray 2013)。四个

维度需要被考虑。 

您孩子的需求： 
您的孩子除了学业发展和其他训练之外还需要休息和娱乐。您

是否平衡这两方面？您怎么知道？ 
如果您考虑补习，原因是什么？ 
 学习赶上其它同学？ 
 学习超过其他同学？ 
 因为其他父母好像在补习上做了投资？ 
 其他原因？ 

这些原因恰当吗？ 

和学校的关系 
您孩子的老师对补习的态度如何？ 
在您看来，补习会如何帮助或干扰常规学校的学习？ 

 您的孩子在学校是否会因为所学材料已经教过而感到

无聊？ 
 您的孩子在学校是否会因为所学材料更容易理解而感

兴趣？ 
 您的孩子是否会因为过多的课外补习而感到疲倦？ 
 补习会如何影响您孩子和其他孩子的关系？ 
 补习需要付费而常规学校学习是免费的，您孩子对学校

学习的态度因此受到怎样的影响？ 

评估补习 
如果您将要在补习上做投资，您会如何评估其内容和质量？ 

 您怎样才知道补习导师会给您孩子讲授什么以及如何

对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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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续)： 

 您要找一个怎样品质的补习导师（人品和职业能力）？

您怎么知道该补习导师有这些品质？ 
您如何决定合适的补习强度与补习时长？ 

 补习应是针对某特定目标的短期活动还是长期的？ 
 如果是针对某特定目标的短期活动，您怎么知道该目标

已达到？ 
 如果是长期的，您如何避免孩子依赖补习而不是自主学

习？ 

合同与服务之履行和兑现 
您与补习导师之间有一份正式的合同吗？您会收到付款收据  
吗？为什么有或为什么没有？ 

 如果您对补习导师的服务不满意，对您孩子来说最好的

结束补习安排的方式是什么？ 
您如何知道您是否对补习支付了合理的价钱？ 

 

鼓励自我监管 

 
补习行业中有一些企业家极力倡导自我监管。他们认为，与其

等待政府提出要求，补习行业从业者积极的自我监管将会显得更明

智。这也许不仅是一种保持自治的方式，也能提高消费者信心。这

些努力应该得到政府的鼓励。 
其中该行业推广的一种自我监督的方式是形成职业联盟。为了

提高行业素质和为了与政府进行职业谈判而形成的团体包括： 
 
 中国大陆的中国教育培训联盟（www.cetu.net.cn）， 
 台湾中部的大台中补习教育事业协会

（www.tcschool.org.tw）， 
 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www.jja.or.jp）， 
 韩国补习学院协会（www.kaoh.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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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拉什特拉邦培训班业主协会（印度） 
 马来西亚补习导师协会（www.mya.org.my）。 

 
澳大利亚、德国、希腊、土耳其、英国和美国都有同行。澳大

利亚辅导协会（ATA）的《尊业守则》在前一章已有提及。该守则

已有英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以及越南文各种版本（ATA 2011）。本书的附录也复制了这个守  
则。ATA会员理应遵守这个守则，而守则也包括制裁的条款。会

员可以展示ATA标志，这个标志对于潜在客户来说成为了质量保

证的象征。 
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JJA）也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了一系列的自

愿性标准，同时还有儿童安全、数据保护及商业运作指南。不同的

政府分支已与该机构合作以提高该行业的水准。例如，经济产业省

（METI）邀请了商业团体在研发领域进行合作，而JJA已经获得拨

款以开发评估作为学习促进者的补习导师质量的措施。这项研究使

JJA推出了一个招聘新补习导师的资格测试，测试不仅包括专业知

识，还包括他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JJA并不要求协会会员有

义务使用考察补习导师应聘者的核对清单，但是这些参考工具的出

现方便了每个学习塾的工作。另外，如果有需要的话，JJA会代表

每家学习塾开展他们自己的考试。在这个意义上，JJA已经成为行

业的考试委员会。2008年开始了第一次全国应聘者考试。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教育部可以建立多个合作伙伴关系以监督监管补习行业。最明

显的合作伙伴是学校、教师工会、其他政府团体、社会团体和媒 
体。每一个这些组织都应被考虑。 
 

与学校的合作 

学校是政府在实施法规时最明显的合作伙伴。学校层面的态度

对于政策之拓宽极为重要，政府也会发现不仅仅需要发出通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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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还需要在各种会议中对政策进行解释并听取学校对政策的意 
见。这些工作应该对规范有进行补习的老师（或不允许进行补习的

老师）很有意义。例如在中国，四川省绵阳教育局组织了老师和家

长对相关法规进行了会议，会议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老师不应该给在

读学生进行补习，还揭示了家长为什么不要找老师补习的原因     
（Zhang 2013b）。有的政府部门，如海南和内蒙古，已经设立了举

报教师违规的热线电话。 
学校的意见对补习中心监管之实施很重要，也对需要非正式补

习和网上补习的消费者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学校是教育系统的前

线，而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各家庭首先为什么认为补习是必要的——
比如说，他们从补习导师那里期待获得什么，而这些东西在学校里

是得不到的。有的老师认为补习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而有的老师

认为补习造成竞争并会蚕食他们的工作。老师可以联合家长一起讨

论补习是否对学生有帮助，以及是否会破坏独立自主的学习。父母

在帮助下可以成为知情消费者，他们的目标应是让学生在学校的学

习变得更高效。 
除了这些总体的观点，学校层面的政策和法规也要得到注意。

在巴基斯坦，有些私立贵族学校有严格的规定。据Aslam和

Mansoor（2012: 4）的观察，在这些机构里： 
 

教师若被发现给来自他们工作的学校学生进行补课将会被立

即开除。这项政策保证了老师不会因为需要获得更多学生参

加补习而逃避他们课内的责任。 
 

其他的一些学校可能允许私人补习，但是会仔细监管以确保它

与政府和学校的政策相一致。例如，前一章所引用的马来西亚的法

规允许老师对他们本校学生进行补习，但仅限于在学校监管之下进

行。 
 

与教师工会的合作 

教师工会往往对私人补习是有矛盾情绪的。一方面，他们希望

保护他们成员（如常规学校的老师）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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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他们又希望学校在与补习中心的竞争中得到保护。政府应该

与这些教师工会就这些问题进行有效对话。重申一下，关注重点在

于建立职业标准的需求，以及建立各种系统和程序以最好的服务孩

子，同时保护更广泛的目标，如社会公平与公义。 
 

关于具体的经验： 
 
 印度孟买的职业教师协会（PTA）已经与政府合作采取行

动，打击在政府学校或资助学校里的老师有在培训中心当

补习导师（Chhapia 2013）; 
 西孟加拉的教师协会在2001年政府禁止政府学校或资助

学校的老师进行私人补习时和强化政策执行时表现得很

支持（Times of India 2010）; 
 马来西亚的国家教师联盟（NUTP）秘书长申明“接受自己

班上学生在伦理道德上是错误的”，他还强调了遵守教育

部的法规的必要性（Azizan et al. 2006）；以及 
 柬埔寨独立教师委员会主席已表示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

他对进行补习的低收入教师表示同情，但也关注这些老师

给自己学生补习时对教育系统的侵蚀作用（Rong 2012）。 
 

对比之下，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PTU）对于老师在补习中

扮演的角色以及补习机构扮演的角色都保持沉默。 
 

与其他政府分支的合作 

因为针对私人补习制定的法规涉及到出了教育部及其省、区办

公室之外的许多政府团体组织，跨政府分支部门的合作就显得有必

要了。例如，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教育局官员对此很沮丧，因为他

们知道补习中心无视政策法规，而他们对于虚假广告以及聘用学校

老师等问题的处理又缺乏执行力量，并且需要兄弟部门如房屋安全

相关部门或收入税收相关部门的支持（Zhang 2013b）。重庆及安徽

的有关部门决定发布联合法规，寻求教育局以及税务部门、物价部

门、工商部门、房管部门、城管部门的对口单位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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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2013a, 2013b）。教育局官员也注意到起诉需要法律专家的

支持。因此跨政府分支的合作需要各个层级之间的配合——不仅仅

是国家级别，还需要省级和地方级别的合作。 
 

与社会团体的合作 

社会团体在政府和家庭之间的会是有用的媒介。他们可以教育

消费者并提高他们对监管的需求意识。他们可以是让政府了解关于

草根阶层发展的信息。新加坡政府已经与种族宗教团体合作，包括

新加坡印度裔发展协会（SINDA）和马来/穆斯林儿童教育委员会  
（Mendaki）。在孟加拉国，BRAC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该

组织极度关注教育，并在重大问题上有合作的意愿。一个在印度的

同行NGO机构叫做 Pratichi Trust，总部在加尔各答，该组织对私

人补习的各种问题坦率直言（see e.g. Pratichi 2009, 2012）。其他组

织包括各种家长组织。这些机构的合作不仅仅是关注法规信息，在

父母或其他人发现法规被违反或忽视时，这些机构的合作还可以创

造投诉的途径。 
 

与媒体的合作 

报纸、电视、广播和其他渠道的媒体也可以是传播政府观点以

及解释法规的必要性和执行方法的重要合作伙伴。私人补习在很多

国家都很受关注，而国家级政府和省级政府都可以通过新闻发布来

强调关注以及提高公众意识。有时候必须承认，媒体会有自己的看

法，这会忽略一些重点以及扭曲事实。但是，这个风险是值得的；

尊重媒体自由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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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补习中介服务 

补习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机构：连接学生（或家庭）

与补习导师的中介，并从中收取费用。这些公司多数通过网络

工作，通过对补习导师和学生单方或双方收取费用。 
这种服务可能非常有用。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例如补习导师

和学生的居住区域，补习导师的能力及声誉。 
然而，监管机制可能会较弱。比如，新加坡政府（2012）已

经意识到这些公司只提供配对服务，他们不受教育法案或私人

教育法案监管。“对这些中介，”新加坡官员评论道，“家长更要

格外谨慎。”不过说起来简单，政府如何帮助家长变得更谨慎则

是另一个问题了。 
 

为追求公众利益的合作需要对教育有一个宽阔的眼光，而不仅

仅聚焦于常规学校教学，并且需要所有与教育相关者一起参与。这

个长远目标需要对短期目标和处理方法进行集体探索，包括分析什

么力量促使校外学习的需求变得更强烈。当私人补习运作良好时，

它才会真正的对孩子的学习和能力附加价值。在相对悲观的情况 
里，惟利是图的补习提供者会培养依赖性，并扭曲学习过程。面对

这种多面关系的复杂性，各方的信息的交流才能让我们综合理解全

局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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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 
 
最后一章讨论的是对于亚洲和其他地方未来的发展方向。本章

先谈论公众利益的总话题，然后将谈论各国政府通过为他们各自的

情况寻找最佳处理方法，从而获得平衡。本章的结论将点评比较研

究作为完善法规和行为守则的宝贵资源。 
 

以公众利益为目标 
 

本书开始就提倡政府的责任，包括关注除了他们本身体制内的

教学机构质量和对教育的影响，还要关注私立教育部分。这是政府

在所在辖区作为推动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整体角色的

一部分。 
当他们设置了工作议程和确认了责任之后，各国政府也要留意

国际趋势。全球化力量的增强意味着政府不能只关注自己领土内的

事情，他们也会受到国界之外的力量影响。在此，可以注意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两个领域扮演了协作与鼓励的领导角色。一个是全民

教育运动（EFA），另一个是关于教育的总体目标。 
全民教育运动是 1990 年在泰国宗甸举行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

（WCEFA）上发起的。这次大会共有来自 155 个国家的代表团、33
个跨政府组织和 125 个非政府组织与机构参加（WCEFA 1990a）。
全民教育工作议程在 2000 年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

(WEF)上在此被确认，本次论坛吸引了 164 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 
（WEF 2000）。在 2013 年，这个全球社群决定在 2015 年与政府代

表们在韩国首尔重聚，盘点以往的工作进展以及规划未来发展步骤

（UNESCO 2014b）。平等一直是全民教育工作议程的一个突出目

标，其中强调质量至为重要，也就是强调平等获得高质量教育的全

民教育。这些组成部分已被明确看作是广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

符合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原意（United Nations 2000）及往后

十多年所提出的新形式（United Nation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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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书第五章所的讨论一致，全民教育工作议程一开始就强调

合作关系。宗甸会议（WCEFA 1990b）产生的《大会宣言》第七条

指出与国家政府一样，地区和地方教育部门也有为全民提供基础教

育的独特义务： 
 

他们不能期待在这个任务里为每个人提供财政或机构上的需

求。新的强化合作在每个层面都需要……包括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私立教育领域、地方团体、宗教团体和民众家庭的合

作。 
 

影子教育在 1990 年的全民教育工作议程中不是重要的关注  
面，因为当时这个领域规模较小，当时迫切的是让更多的儿童入 
学。至 2000 年，这个影子部分及相关活动扩散了，但是仍然在达

喀尔的世界教育论坛上仍然没有被关注，再一次因为更受关注的只

是入学问题。然而，随后十年影子教育的发展使其影响意义变得明

显。还有，对合作关系的讨论除了与常规学校部分有关，也和校外

部分有关。当 1990 年宗甸会议和 2000 达喀尔会议主要在强调基础

教育时，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工作议程已经拓展到包括所有级别

的教育问题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研究私人补习的方法在年度《全民教育

全球监测报告》的刊物中有所体现。2014 年版的报告特别关注了老

师的工作，并包括了一个题为“私人补习对阵课堂教学：保护最穷

的人”的章节（UNESCO 2014a: 271-272）。该报告聚焦需要监督监

管的维度，报告（p.271）指出： 
 

私人补习如果没有被审查和控制可能会对学习结果造成破  
坏，尤其对于付不起学费的最穷的学生。不管政策制定者对

私人补习有什么观点，都需要有管理政策以确保老师将要求

的课时完成，并涵盖全部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这样私人补

习才不会扰乱或代替课堂教学。 
 

报告举了出现了问题的国家的例子，包括柬埔寨、埃及和立陶

宛。随后，该报告（p.27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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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有策略防止本来就有义务在平时课堂里教学生的老师

给自己的学生补课。这对于所有学生而言可以保证教学大纲

的全面覆盖，甚至包括那些付不起钱参加补习的学生。 
 

该报告没有提及补习机构或其他团体提供的补习，但是一个明

确的信息是：政府有责任为了公众利益，对所有形式的教育都有一

个全局把控。要消除教育系统中的所有不平等是不可能的，但是政

府可以在发展过程中掌舵，让不平等不至于走向极端。政府也可以

保证私立教育合理地对公立教育进行补充，而不是破坏它。 
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着领导作用的重要领域是关于教育

的总体目标。在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 21 世纪教育委

员会报告，该委员会当时由 Jacques Delors 领导。这份报告由于他

所提出的四个教育系统和教育过程的四个支柱（Delors 1996: 97），
他们分别是： 

 
 学会认知 
 学会做事 
 学会共同生活 
 学会生存 

 
该委员会指出（p.86）： 
 

从传统上来说，正规教育主要关注学会认知而比较少关注学

会做事。对待后两者的态度很大程度上都存在侥幸心理，或

者认为是前两者的必然产物。 
 

这份报告建议对四个教育支柱都给予相同的关注度，“这样教

育才会被看作一次人生的完整经历，它会处理认知和应用的问题，

会关注个人问题以及个人在社会的位置”（p.86）。 
但是，当这些教育情怀被广泛颂扬之时，当代评估模式并没有

向所推荐的愿景作任何程度的调节（Tawil & Cougoureux 2013; 
UNESCO 2013）。这反映了教育作为社会分层工具这一阶段的角 
色，尤其是教育会决定谁将进入或不进入高中，以及可以接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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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高等教育，比如什么学校的什么专业，继而决定了日后可以进

入什么职业（Lee 2004; Davies & Guppy 2010; Ballantine & Hammack 
2012）。在很多国家，高风险的考试仍然是主要的把关机制，学  
生、家庭和学校也因此对这些考试投入大量精力。因为这些考试主

要考察学会认知而不是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第一

个支柱仍是主导。 
继而，提出关于私人补习之角色的问题。有的补习正在拓展推

广学会生存、学会做事，甚至是学会一起生活。但是，很多其他的

补习依旧是被考试主导，所以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学会认知。有的改

革者建议将考试或相关的把关机制改为高等教育。这个想法固然 
好，在一些国家也受到了关注（Eckstein & Noah 1993; Berry & 
Adamson 2011）。但是在其他地方，考试仍有价值，因为被视为给

了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在现实中，有人由于家庭情况或其他

因素比别人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他们可能有更多钱，或者能付得起

补习的学费。所以实际上，考试系统会没它看起来那样平等。尽管

如此，由于政治原因或者其他与教育改革实施的挑战相关的原因，

各国政府往往决定保留考试系统以及其他已有的教育结构。孩子们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生活，在此环境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

存变成了有用的附加品，而并非在竞争中生存和胜出必要因素。补

习的需求在临近那些高风险考试之时变得尤为强烈，不过在考试之

前的各个阶段需求也很大。 
 

达到平衡 

 
以全局的特点为背景，回到本书特别关注的焦点，下一个问题

就是对私人补习的监管。总体而言，影子教育和其他各种私人补习

受到的监管不足，尤其与常规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相比。这个看法

适用于高收入社会，也适用于中收入和低收入社会。大学生或其他

希望通过补习赚钱的个体户可以不需要接受培训，或在没有任何保

护消费者的机制下就可以提供补习。更大的企业，如培训中心，也

许需要注册并受房屋和商业法规的监管，但是甚至这些大企业也很

少受到关于课程设置、班级大小等等的教育法规影响；就算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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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法规也往往没有被执行。作为中间人的中介公司也只是需要遵守

商业法规而不是教育法规。很少政府拥有相关的可靠数据，包括参

加补习的学生人数、补习导师的人数、交易额规模或者学生在影子

教育领域学习的效果。 
在这方面，对私人补习的监督和监管状态就像 20 世纪早期那

样。在那个年代，很多政府只有一些关于不同机构开办的学校数量

的初步信息，以及关于那些学校内部的一些活动信息。随着 20 世

纪的进步，对学校系统的监督和监管越来越紧，而当代政府通常有

详尽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招生数据，还包括学生和老师的出

勤，以及其他主题的信息如课程设置、财政信息和学习成果。 
有的评论者会认为常规学校系统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初期被过

分监管了，在很多国家，这个钟摆正在往回甩（see e.g. Belfield & 
Levin 2002; Zajda 2006）。有的补习导师和补习中心宣称他们的存

在很有必要，因为常规教育系统被严格监管而在此过程中已经变得

官僚化和标准化。他们认为补习领域很有吸引力和必要性，这正是

因为他们能够在课程设置、人事、课程时长、时间和地点上面具备

灵活性。这些观点有些道理，但只代表了这个行业的一部分。其他

部分很难用正面积极来形容。因此，本书仍然认为这个领域受到的

监管不足，并需要更多的关注。 
尽管如此，平衡一定可以被达到的。监管的实施对人力和财力

的要求都很高，政府可能会认为坚持细致的监管的成本比它所带来

的成效还要高。中国重庆直辖市政府部门发现按他们的要求来说，

监管工作是不现实的。其他政府可能也有类似经历。新加坡教育部

在他的网站上放了一篇《海峡时报》（21 August 2012）的社论，暗

示某种程度上的赞同： 
 
为学生们明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教育部有许多相关的挑战亟

待处理：从保持教育质量标准到鼓励创新、加强价值观建  
设、以及为不同能力的学生创造更多的途径，因此，教育部

不应该为补习这种主要是个人选择的小事而加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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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香港的政府部门强调“有必要在监管控制、自我监管

和消费者保护及教育之间找到平衡”（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Education 2003: 4）。 

那么问题就是平衡点在哪里。当然，答案就要看政府的能力以

及重视程度，要看他们能与合作伙伴们有怎样程度的合作。当然，

坚持对一定规模的机构的注册监管是可行的，对建筑标准和财务税

收的监管也是可行的。很多政府允许课程设置有一定灵活度。比如

马尔代夫的课程专家认为所有学校科目中，除了伊斯兰和达维西语

必须用英语教授，他们允许影子教育领域使用母语或混合语言。的

确甚至可以应用于英语语言课堂，尽管有些教育者认为这些课程应

该用英语教，但是很多国家影子教育允许使用母语或混合语言上 
课。同样地，政府应该避免设置影子教育课程费用的上限，而在没

有安全问题的前提下，他们也应该避免设置班级人数的上限。很多

政府也允许补习导师资质的有一定灵活度，让各家庭决定他们在市

场中需要什么样的质量。 
这本书主要强调的是监管私人补习而不是要禁止它。有一些政

府，包括柬埔寨、缅甸和韩国政府尝试过禁止私人补习（Bray 1999: 
77; Dawson 2009: 56; Lee et al. 2010），但都以失败告终。最让人吃

惊的是韩国政府，他们在1980年曾全面禁止补习（Lee et al. 2010: 
101）。这次的禁止补习的确极大地缩小了私人补习的规模，但并没

有消除它。有的补习转为地下进行（而且收费更高）。政府面对压

力，被迫放宽禁令，并分阶段进行。这件事被不同的民间组织提到

法庭，在 2000 年该禁令被宣布是违宪。从那以后，政府寻求的是

监管而不是禁止这个行业。他们也尝试了通过提高公立学校系统的

服务品质使得部分的补习变得没有必要。 
在设计法规的时候，政府可能需要考虑在柔和与强硬手段之间

找到平衡，这些管理手段不仅适用于私人补习，也适用于常规学 
校。图表4展示了一个描绘了这个平衡的通用矩阵。不同时期要用

不同手段。例如在韩国，使用政府权力的强手段来缩紧对学校和补

习机构的控制曾经合适并可行，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历史阶段，较柔

和的手段变得有必要，且更有效（Kim 2013）。 



以公众利益规范私人补习 60 

图表 4：手段和关系矩阵 

 
来源：改编自 Kim（2013）。 

 

在比较中学习 

 
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政策制定者之间互相可以学习。没有一

个唯一的模式可以被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但是各国政府当然可以通

过研究其他行政区域的实例获得想法。不应认为较发达国家总是比

相对落后国家的监管方法更好：好坏很大程度上要看该地区的司法

传统以及行政人员在遇到问题时的严格程度。 
比较教育非常注重环境背景（Crossley 2009）。迈克尔·赛德勒

爵士（Sir Michael Sadler）在 1900 年的作品已很好地做了表述     
（reprinted 1964, p.310）： 

 
我们不能欢快地漫步于世界教育系统之中，像个小孩子在花

园里溜达那样，从花丛中摘一朵花，从另一个花丛中摘几片

叶子，然后回到家把摘到的东西粘在一起放到土里，就认为

我们有一棵活的植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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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政府管理者要仔细考虑他们自己的情况，包括政治

历史因素和社会其它领域所设的法规之先例。 
在一个相关联的维度来说，私人补习在这个区域已显而易见，

但是在有的国家表现得更突出罢了。明智的政府应该不会等到负面

影响已成为主导之时再采取行动。孟加拉国、韩国、新加坡和其他

地方的经验显示，一旦影子教育在文化中变得根深蒂固，它就很难

被削弱。对于在商业领域的补习如此，对于学校老师的补习行为亦

是如此。如果现在负面特征尚未显著，政府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防

止它们发展成重大问题，不要等到问题已经根深蒂固才行动。 
类似要考虑之事也适用于亚洲之外的地区。本书主要针对亚洲

读者，聚焦亚洲，但是对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也会有用。私人补

习在全球都在扩张，只要亚洲的经验树立了一个无管制的增长带来

的危害之模式，那么亚洲的经验就可以作为缺乏关注的警告。更积

极地看，只要亚洲各国政府找到处理私人补习的好方法，包括鼓励

私人补习的积极方面，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也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学

习。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由于篇幅和资料的局限，本书

只提供了一个相关话题的总览。有关规范补习教育的更多细节需要

全面的确定，以分辨哪些措施是有效的，那些是无效的，以及未来

的所需要的方向。本书合作出版者（即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域教育局）将很乐意了解更多本区域及

以外区域的经验，并很乐意在全球分享信息。 
 

附录 

澳大利亚辅导协会 

尊业守则 
 

第一部分 – 引言 

目标 

1．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尊业守则宗旨如下： 
 
1．1 确保顾客能从符合道德标准之机构及导师获得可能范围内之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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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1．2 建立并维持全国性辅导服务基准。 
1．3 为贯彻最佳辅导提供指标。 
 
实践守则 
2．此守则适用于澳大利亚辅导协会会员；所有导师一旦成为会员，均 
受守则限制。 
 
释义 
3．在此守则内，除非额外声明： 
“守则”代表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守则； 
“顾客”代表一位学生或为学生辅导课付费的家长/监护人； 
“争执”代表顾客因为导师没有遵守守则所表示的不满； 
“会员”代表澳大利亚辅导协会机构的正式及附属会员。 
“导师”代表提供教育辅导服务的人； 
“辅导”与“教导”和 “训练”同意。 
“辅导中心”代表提供商业性教导和辅导服务的机关。和“教育中 
心”同意。 
“辅导机构”表示为提供教育辅导服务而成立的机构。 
 
第二部分 – 辅导机构义务 — 专业守则 
澳大利亚辅导协会会员义务 3 
4．辅导机构会运用他们的资源为学生达到最佳的教育成果。 
5．个别导师会运用他们所能提供的最佳教育技巧来教导学生，以帮助 
他们在受辅导的科目上进步。 
6． 会员会以他们的教学和学习技巧来帮助学生提高自信和学习信 
心。 
7. 所有协会会员必须确保能提供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实施守则副本给客 
户详阅。 
 
资历 
8．机构负责人必须确定所有导师都受过机构规定的课程和教学方法训 
练。 
9．机构负责人必须确定持续职员训练和专业发展课程。训练可通过课 
程和教学方案发展进行，也可举办有关儿童发展，测试，以及保护儿 
童等教育专题之课程。 
10．所有受机构聘用之导师都必须接受每年一度的测试，以确保教育 
水平。测试应根据试前向导师提供的范围，并可应用澳大利亚辅导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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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测试表格, 此表格可于协会网址下载 www.ata.edu.au 
 
公开资料之义务 
11．会员必须向顾客提供足够数据来确定学生是否需要辅导服务。会 
员尤其必须： 
 (a) 测试/测定学生是否需要接受辅导，如需要，便须向未来顾客报告 
测试结果。 
 (b) （按照要求）让未来顾客监察相关教学方案以及课程。 
 (c) 通知未来顾客有关导师的资历和经验。 
 (d) 按照要求提供（十八岁以下）学生学习进度成绩报告文件。 
 
课前测试，课后测试，其他测试和报告 ，其他测试和报告 
12．测试前必须清楚公报测试形式，功能以及方法。批改测试必须准 
确，专业和公正。 
13．正式测试和测验结果必须向顾客报告。4 
14．法律要求作为招生，分班和其他用途之已批改之课前测试原件必 
须向顾客提供，以供顾客细阅。分班和学生接受辅导与否应基于正确 
的分析和展示测试结果。 
15． 所有书面和口头表达之建议应非常清晰和不含偏见，不能用此误 
导顾客或制造将来收生机会。 
16． 成绩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报告。每一学期最少报告成绩一次，而 
辅导期也最少有一学期。 
 
广告 
17． 会员不可使用误导或失实之广告或生意手段，其中包括（但不限 
于）有关辅导费用之失实或误导报道；讹称辅导课对学生有帮助， 但 
事实却非如此；及有关辅导需要之失实或误导报道等。澳洲竞争与消 
费者委员会与州/区所订制保护消费者法例，以及本法规都须实行。 
18． 所有会员在任何媒体上作出推广时都必须以诚实，准确和可靠的 
态度。所有数据皆不能用以误导顾客；只能用相关又能证实之资料。 
19． 会员必须肯定宣传材料并不引起顾客对辅导课结果不切实际的期 
望。 
20． 会员不应利用有误导成分或错误之对比来比较竞争者之教学方 
案。 
21． 正式会员有权利运用 M.A.T.A.等字眼；而相关附属会员只能用 
A.A.T.A. 等字眼来证明其 ATA 会员身份。 
22． 正式会员若能仅守守则，都有权运用 ATA 标志于任何广告媒介； 
附属会员则不能用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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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中心和补习学校水平 
23． 会员必须经常清洁潮湿地方，以令上课地方保持绝对清洁。 
24． 会员必须在明显而方便的地点设置救伤箱，并肯定所有员工知道 
它在哪里。至少每学期一次检查救伤箱内容是否充足。 
 
课程及教学方案 
25． 在可能范围内，会员应列出课程和教学大纲和州教育部的关系。5 
26． 当被要求时， 个别导师（非受机构雇用者）在教授期超过一个学 
期后便须提供书面大纲说明在此期间的教学形式。 
27．所有相关教学方案以及课程档必须按照要求让顾客细阅。 
 
抄袭 
28． 会员不可以任何形式进行抄袭或作弊. 任何程度上的依赖都是不 
受提倡的。 会员必须遵守和实践辅导协会的反剽窃准则。 这一准则可 
能会处于不断更新中。这一准则可以在以下网站下载 www.ata.edu.au 
 
商业运作 
29． 会员必须以道德和专业精神营运，包括遵守相关当地，州和联邦 
法例，（例：保护儿童，商业惯例，税务，公积金，员工保障，职业 
医疗及安全，以及反歧视等）。 
30． 在州及领地区范围内，若存在保护儿童法例，会员必须在导师与 
学生会面前，先让所有导师填写所需表格，并递交有关机构。 
31．若州或领地范围内不存在保护儿童法例，会员必须要求所有导师 
签署一份声明宣称从未被起诉， 并从未因与儿童有关之罪行被宣判有 
罪。 
32． 会员必须对员工或可能成为员工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应征， 并可在 
面谈中提及包括与保护儿童有关之实际问题。 
33． 会员要肯定员工和中介态度合符道德和专业，不能利用不合理的 
手段（如威胁，恐吓和强逼等）推销辅导课程和教育服务。 
34． 会员不可将某段时期或其中一部分的补习课描述成免费课程或有 
折扣的课程，如果此优惠是因为整体费用增高，服务质素下降或受到 
限制。 
35． 会员必须肯定所有员工都遵守这些法规。 
 
辅导同意书及书面合约（若存在） 
36． 会员应肯定辅导同意书上： 
 (a) 声明同意书上各方名字和地址，包括公司的澳大利亚公司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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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和澳大利亚商业编号(ABN)。6 
 (b) 清晰而毫不含糊地列明会员和顾客之权利和义务。 
 (c) 明列辅导课全部费用， 包括（如适用）： 
i. 报名费，申请费用或任何其他课前预缴费用； 
ii. 每节辅导课收费； 
iii. 现时付款总数，付款频率和最少辅导期。 
iv. 参加辅导课总额； 
v. 任何其他费用，或在同意书规定下需付的费用；并 
vi. 任何取消服务所需的手续费，和在何种情况下需付此费。 
37。 若预期顾客要求，会员应向其提供一份建议同意书副本，并于登 
记时将所签订之同意书副本交给顾客。 
 
退款 
38. 所有澳大利亚辅导协会会员必须提供书面退款条款给顾客。 
39. 会员的退款条款必须与联邦以及州的法规一致。 
40。 会员不允许展示“不退款”这一误导性的告示，根据澳洲竞争与 
消费者委员会条例（2010） 如有违背法定义务的情况出现，顾客有权 
得到退款。 违背法定义务的情况包括适当关怀和工作技巧以及未能提 
供广告所承诺的服务。 
 
保密 
41。 会员应遵照意私隐法案（1988），按照国际私隐法原则办事。 
42。 如顾客要求，顾客档案中之数据如测试，出席，行为观察，收 
费，报告和个人资料细节应供给顾客随时细阅。 
 
投诉解决程序 
43。若接到顾客投诉，会员应在可能范围内尽快地公平解决问题。 
44。 会员在接到口头投诉时应： 
(a) 表明身份，仔细聆听并记录细节，再决定投诉者有何要求； 
 (b) 确定所收细节； 
 (c) 解释投诉解决程序，并建议其他解决方法；7 
 (d) 尽可能立即解决投诉，或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解决；并且 
 (e) 适当的跟进投诉，如：向投诉者做出回应，报告会员解决投诉所 
作行动的结果。 
45。会员在接到书面投诉时应： 
 (a) 于收到投诉后十天内向投诉者做出书面响应，报告会员解决投诉 
所作行动的结果。 
 (b) 如不可能在十天内解决问题，于七天内书面响应投诉者已收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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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响应投诉者会员所采取行动。 
46。会员必须保证所有员工皆熟识投诉解决程序。 
47. 如果会员和顾客之间不能自行解决投诉，会员必须对顾客建议向澳 
大利亚辅导协会投诉的权利。双方皆可把投诉转介澳大利亚辅导协 
会。 
48。 如果投诉被转介到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协会负责人会于接到转介 
后尽快以书面通知双方决定结果。 
49。 如果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决定会员违反了守则，澳大利亚辅导协会 
将按照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宪章实施制裁。 
 
第三部分—行政 
50。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公司）负责管理此专业守则。澳大利亚辅导 
协会会指派一个从最少两位成员组成的守则管理小组(CAC)。 
 
推行守则 
51。澳大利亚辅导协会有责任推行守则。 
52。守则应记载在澳大利亚辅导协会网页上。 
 
制裁 
53。 如果肯定违反了守则，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将会要求有关会员做出 
改正。这种行动不一定限于但可能包括以下要求： 
 (a) 对有关广告做出修改或取消。 
 (b) 刊登修正广告。 
 (c) 向有关顾客寄出修正启示。 
 (d) 修正或取消檔或文具。 
 (e) 取消违反守则规定水平的课程和材料。 
54。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可随意向违反守则的会员发出警告或指责。 
55。如果会员不再指定时间内依照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决定进行修正工 
作，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将会暂停或取消其会员资格。 
56。 如果会员遭澳大利亚辅导协会取消资格，该会员将不可再利用澳 
大利亚辅导协会名义刊登广告，并立即停止在档和文具上运用澳大 
利亚辅导协会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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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ll parts of Asia, households devote considerable expenditures to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This tutoring may contribute to stu-
dents’ achievement, but it also maintains and exacerbates social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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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强调称为“影子教育”的私人补习体系。尤其在东亚，类似的补习

大规模地存在。在亚洲的其他地区和非洲，以及欧洲和北美洲，补习现

象也越来越明显。学生通常在公立学校接受免费教育，然后在每天放学

和/或周末及假期，付费接受与学校相同的学习科目的补习。 

补习可以有积极的因素。它帮助学生完成课程，结构性地填补青少

年的课外时间，并为补习教师提供收入。然而，补习也有负面的因素。

如果将补习交由市场力量，那么补习很有可能维持甚至增加社会不公

平，并且会给没有足够时间进行非学术活动的学生带来压力。其中尤其

成问题的是学校教师为了获得额外收入而为自己学校中的学生进行额

外补课的情况，这实际上本应该是这些教师常规工作应该负责的一个部

分。  

本书首先调查了一系列情境中影子教育的规模、性质和意义。然

后，本书明确政府针对此种现象可以做出的回应。本书鼓励主动方式， 

即由政府决定哪些补习类型是需要的，哪些补习类型是存在问题的， 并

采取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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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阐明了比较教育的行为者与目的、量化与质性方法的应

用、经验在比较教育中的地位等基本问题，从教育制度、教育

组织、教育政策、地域、历史、文化、价值观、教育成绩、课

程、学习方法和教学创新的维度进行了深入而精细的比较研

究，探讨了比较教育在社会科学学术部落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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